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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主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

南省廉政文化教育中心、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承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廉政研究论坛在郑州黄河

迎宾馆召开。来自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宣传系统、社科研究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的240余位

领导、专家学者围绕“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历程、成就与展望”

这一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

主旨报告阶段，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首任理

事长、特约资深研究员李秋芳，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院党委书记、院长张冠梓，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秘书长、社会学所廉政室主任、研究员蒋来用，浙江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陈国权，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会敏，河南社会科学院政治

与党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万银峰等专家学者分别作了重点发言。

围绕论坛主题，与会代表分别就“党的百年廉政建设经验与启示”“廉政学基础理论

与学科建设”“清廉中国建设现状与未来”等相关议题进行了分组研讨和深入交流。

此次论坛还以征文形式收集理论研究文章231篇，评选出优秀论文16篇，包括一等奖2

篇，二等奖6篇，三等奖8篇。（文　武）

第十四届中国廉政研究论坛在郑州召开

摄影：晓　晓、佳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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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

１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经验 李永胜　 李威威

■　 当代政治

７　 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 秦国民　 曹　 灿

■　 党建热点

１１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创新及实现路径 王同昌

■　 经济理论与实践

１７　 “双碳”目标下我国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及其矫正 任晓莉

２６　 以高水平生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许广月　 薛　 栋

■　 三农问题聚焦

３３　 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进程、逻辑与展望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崔宁波　 范月圆　 巴雪真

４１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问题研究 刘灵辉　 邱晓艳

■　 法学研究

４９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设计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邓小云

５６　 农业面源污染财税法律治理的理论深化与工具拓补 欧阳天健

６３　 民法典背景下虚拟财产的规制路径 李富民

■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６９　 韧性治理视角下城镇老旧社区更新治理困境及其破解 庞　 娟

●　 新型高端智库建设研究专题

７５　 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人才管理运行机制研究 卢江阳

８２　 中国新型智库平台化发展趋势及前景展望 施蕾蕾　 孙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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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与道德

８７　 第三次分配的伦理阐释 孙春晨

９３　 从常识道德到专业伦理：生命伦理学理论进路的变迁 陈　 化　 马永慧

■　 哲学研究

●　 荀子礼论研究专题

１０１　 荀子欲物关系新解 李晨阳

１０８　 荀子礼制构建的价值基础 许美平

■　 历史研究

１１５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秦亡原因再考察 邹芙都　 孔德超

１２４　 明清鼎革与朝鲜王朝对华观的嬗变 张　 弛

１３１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理论宣传 韩　 青

■　 文学与艺术研究

１３９　 试论中国古代神话仙话化 闫德亮

１４５　 物性、智性与情性

　 　 ———人工智能与艺术生产的技术向度 张　 伟

１５３　 文学阐释公共性的现实困境、学理依据及实践出路 杨　 宁

■　 新闻与传播

１６１　 纪实影像中的历史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 张媛媛

１６７　 社交场域个体叙事的逻辑、特质与困境反思 张海艳　 黄　 越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２０２１．１０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
Ｌｉ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Ｌｉ Ｗｅｉｗｅｉ（１）…………………………………………………………………………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Ｑｉｎ ｇｕｏｍｉｎ， Ｃａｏ Ｃａｎ（７）……………………………………………………………………………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Ｇｏａ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ｎ Ｘｉａｏｌｉ（１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ｕｉ Ｎｉｎｇｂｏ， Ｆａｎ Ｙｕｅｙｕａｎ， Ｂａ Ｘｕｅｚｈｅｎ（３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Ｉｎｄｏｏｒ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

Ｌｉｕ Ｌｉｎｇｈｕｉ， Ｑｉｕ Ｘｉａｏｙａｎ（４１）………………………………………………………………………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ｏｎ－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ｙｕｎ（４９）……………………………………………………………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Ｌｉ Ｆｕｍｉｎ（６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Ｏｌ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ｎｇ Ｊｕａｎ（６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Ｈｉｇｈ－ｅｎｄ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Ｌｕ 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７５）………………………………………………………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ｕｎ Ｃｈｕｎｃｈｅｎ（８７）………………………………………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ｓ

Ｃｈｅｎ Ｈｕａ， Ｍａ Ｙｏｎｇｈｕｉ（９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ｉｎ Ｘｕｎ Ｚｉ： 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Ｌｉ 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０１）……………………………………………………………………………………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Ｘｕｎ Ｚｉ′ｓ Ｒｉ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Ｘｕ Ｍｅｉｐｉｎｇ（１０８）………………………………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Ｑ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Ｚｏｕ Ｆｕｄｕ， Ｋｏｎｇ Ｄｅｃｈａｏ（１１５）………………………………………………………………………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ｎ Ｑｉｎｇ（１３１）………………………………………………………………………………
Ｏｎ Ｈｏｗ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ｙｔｈ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Ｆａｉｒｙ Ｔａｌｅｓ Ｙａｎ Ｄｅｌｉａｎｇ（１３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１４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ｍａｇｅｓ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１６１）………………………………………………………………………………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ｙａｎ， Ｈｕａｎｇ Ｙｕｅ（１６７）……………………………………………………………………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中 州 学 刊 Ｏｃｔ．，２０２１
第 １０ 期（总第 ２９８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１０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经验∗

李 永 胜　 　 　 李 威 威

摘　 要：领导权建设是党的统战事业的生命线。 建党 １００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建设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再到

自为的历史演进过程。 百年领导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主要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靠斗争赢得的，党的建设是

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根本保障，爱国主义是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精神旗帜，科学理论是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行动指南。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

中图分类号：Ｄ２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００１－０６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之一，统一战线在

党的百年奋斗中释放出强大政治势能，推动着党的

事业向前发展。 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威

力，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党的领导。 毛泽东指出：“没
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

不能胜利的。”①这就深刻阐明了领导权建设的重要

性。 建党百年之际，走进历史深处探赜统一战线领

导权建设的内在机理、历史演进，深刻总结历史经验

与时代启示，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然要求，也
是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迫切需要。

一、领导权建设是党的统战事业的生命线

“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

问题。”②这一科学论断鞭辟入里，一语道破领导权

建设在统战事业中的核心地位。
１．领导权建设作为统战事业生命线的理论依据

从理论维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

多次使用统一战线一词。 通过对其运用语境的分

析，可以概括出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即无产阶级及

其政党为战胜反动势力，实现自身与人类解放而结

成的政治联盟。 尽管后来列宁、毛泽东、周恩来、邓
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时而进地赋予统一战线以

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但它的基本内涵一如既往：其
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类之解放，其实现方式是通过广

泛的联合推翻各种反动势力的政治统治，其领导主

体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不同的民族国家，统一战线的目标愿景、领导机制和

组织方式等各有不同。
不难看出，在原初意义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就

是统一战线的最本质要求。 而要在具体历史实践中

实现这种领导，就离不开领导权的建设。 何谓领导

权？ 按照葛兰西的观点，领导权就是组织的参与主

体对组织的精神信仰、价值追求、道德理念等进行渗

透的能力，并借由这种渗透能力进一步影响和形塑

该组织的权力结构、运作机制、成员言行等内容。③

如同资本天然具有增殖自身的本能，领导权的先天

属性是通过一系列渗透，强化其自身。 强化的实现

形式通常有“强制”和“同意”两种。 “强制”表征领

导权的主动性，即通过宣教、灌输等方式，使组织成

员自觉认同并践行特定的价值观； “同意”则是基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１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与世界意义研究”

（２０＆ＺＤ０２６）。
作者简介：李永胜，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李威威，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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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召力、同化力和同理心的非强制性权力表达，体现

出领导权的被动性，它较之前者更加温和，但产生的

领导效应却往往更为深厚、持久。
概而言之，党的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实质上就

是通过主动或被动的方式，使统一战线的同盟者自

觉认同党的价值追求，拥护党的政治制度与组织方

式。 这就从学理层面阐明了领导权建设是整个统一

战线战略的关键所在。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掌握

了领导权，才能够从思想信仰、政治组织等方面武装

统一战线。 否则，统一战线充其量只能是为满足成

员各自需要而短暂结合的利益共同体。 诚然，因利

益而结合的共同体出于对所含利益的维护，也会有

一定的组织力，但离开崇高信仰支撑、科学思想武装

以及严密体系凝聚，形成的共同体必定是脆弱的、松
散的、无力的。 关于领导权的重要性，马克思曾有过

生动形象的比喻：“在政治上为着一定的目的，甚至

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 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导着魔

鬼走。”④可见，相较于同盟者是谁，谁来领导才是决

定统一战线性质和成败的关键所在。 这就要求无产

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唯其如此，才能使统一战线能

够担当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价值手段，也即实现自身

本质的对象化。
２．领导权建设作为统战事业生命线的实践依据

从实践维度看，统一战线的实践形态表现为斗

争。 离开了斗争，统一战线便丧失存在的依据。 在

任何时代和国家，对斗争结果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

人心的向背。 赢得人心，其他斗争资源如智识、武
器、粮食等就能源源不断地获得。 对此，中国共产党

所领导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无疑就是最好的证明。
根据唯物史观的观点，利益是驱动人类行为的根本

动因。 因此，人心在哪，取决于谁能够代表广大群众

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统一战线就是代表

最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联盟，在任何历史时期

都是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掌握了统一战线的领

导权，就获得了争取广泛人心、汇聚最大力量，进而

赢得斗争胜利的根本条件。
翻开百年党史，党的斗争实践以肯定和否定的

双重形式反复证明，领导权建设事关统一战线事业

的成败兴亡。 从肯定形式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

产党深刻汲取两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惨痛教训，于
１９３５ 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自觉纠正了关门主义

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在此基础上，会议确立了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对国民党采取斗争和团结并举的策略，二是

对其他进步力量采取广泛团结联合的策略。 确立新

策略的根本用意就是在保持党的独立性基础上，不
断壮大自身力量，争取更大的领导权。 经过扩大人

民武装，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创建敌后抗日根

据地，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得到了实质性提升。
领导权的提升让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和

组织抗日救亡力量，为党带领全国人民赢得反抗日

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解

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

联络合作，探索出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正确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越来越多的进步力量汇聚

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而进一步孤立了国民党反

动势力。 这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也形塑了新中国多党合作民主制度的政治雏形。

再从否定的形式看。 大革命期间，面对国民党

右派为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而掀起的反共逆流，幼
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妥协迁就的策略，使得

自身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领导权被严重削

弱，党的革命主张得不到有效执行，最终导致第一次

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 十年内战时期，王明

脱离中国革命实际，一味强调“革命的力量要纯粹

又纯粹”⑤，采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⑥的极左政

策，大肆排斥原本可以团结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

阶级等中间派力量。 这种做法表面上强化了党对统

一战线的领导力和控制力，实际上极大地削弱了统

一战线的基础力量，变相损害了党的统一战线领导

权。 它的直接后果是使得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愈发孱

弱，几乎葬送党的革命事业。 这些挫折都以否定的

形式证明领导权建设之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漫漫百年征程，理论和实践共同昭示，统一战线

领导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
是通过顽强斗争争取来的。 掌握领导权，党就能领

导和团结各方面力量，为人民谋取更大的利益。 反

之，丢掉统战事业的主导权，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就会

遭受重大挫折。 所以说，在任何时期，领导权建设都

是统一战线成败的关键所在，是党的统战事业的生

命线。

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百年演进

纵观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发展史，有一条基本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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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清晰可见：党对领导权建设的思想认识与实践

探索具有阶段同步性。 因此，按照历史发展逻辑和

思想演进规律相统一的原则，可将党的统一战线领

导权建设百年历程划分为自发争取、自觉巩固和自

为完善三个历史阶段。
１．自发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阶段（１９２１—１９２７

年）
自发属于认识活动的初级阶段，表征主体对客

体由蒙昧到觉知的认知过程。 由于主客观条件造成

的认识局限，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统一战线领

导权的争取以自发性为主要特征。 大革命初期，中
国共产党通过积极联络各界进步力量，构筑起反帝

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然而，思想上尚在幼年的中国

共产党未能充分认识到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加之

力量薄弱，在此次联盟中没有获得主要领导权。 尽

管如此，这段革命实践却唤醒了初生的无产阶级先

锋队的斗争意识，并且在联盟期间就自发组织了一

系列旨在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活动。 一是积

极争取部分组织领导权。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国民党一大

召开。 通过积极争取，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等 １０
名共产党员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或候补

委员，占据了总席位的约四分之一。 不仅如此，在国

民党的三个中央党部执行部中，恽代英、林育南等多

位共产党员担任要职。 经过努力，中国共产党取得

了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部分组织领导权。 二是有

力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迫害，坚定维护党的领导权。
１９２６ 年国民党二大结束后，国民党右派为篡夺革命

领导权，大肆排斥共产党员，先后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和整理党务案。 在严峻斗争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自

发联合国民党中派、左派力量，孤立其右派，打破保

守势力对统一战线的控制，从而维护了自身的部分

领导权。
总的来说，大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实

践可视为中国共产党自发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嚆

矢。 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出于自身生

存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出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开始联合进步力量组成统一战线。 然而，由于诸多

原因，党在这个阶段的领导权斗争中，表现出立场的

摇摆性与行动上的自发性并存的特征。
２．自觉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阶段（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年）
从思想认识发展的过程看，自觉意味着主体掌

握客体运动规律并有意识地按照自身的价值理想改

造客体。 经历过大革命时期斗争的洗礼，中国共产

党对领导权斗争规律的认识得到深化。 土地革命战

争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更加成熟，组织上建

立了局部政权，军事上有了独立武装，与前一阶段有

了本质区别。
党在思想上的自觉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大革

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和土地革命的初步胜利给了党一

剂“清醒剂”，使党认识到领导权决定统一战线策略

的成败。 １９３５ 年，党中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

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共产党“不但要充

当发起人，而且应当成为坚强的台柱子”⑦，这标志

着中国共产党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思想自觉已基

本实现。 其二，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领导权争夺

的客观必然性。 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看，无产阶级

因其“除了失去枷锁，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的阶级本

性，具有最强烈的革命意志，理所应当成为统一战线

的领导阶级。 但在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也不是

天然的司令官”⑧，大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等势

力为了自身利益也会全力攫取统一战线领导权。 这

就从根本上揭示出领导权斗争是一种历史必然。 历

史证明，右倾投降主义在思想上就是荒谬的，在实践

上更是有害的。
思想上的清醒催生实践上的自觉。 实践方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 １９３５ 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科学分析了

各阶级的抗日态度，强调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
紧接着，他又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深

刻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发生动摇的经济缘

由，并强调要及时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力

量。 毛泽东的重要讲话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

问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了党内动员。
其次，中国共产党鲜明发声，积极争取统一战线领导

权。 １９３９ 年，在民族内外矛盾剧烈叠加的严峻形势

下，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内部分裂、坚
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⑨的政治号召，通过支

持民主宪政运动等方式，积极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
引领全国抗战继续向前。 最后，中国共产党自觉抵

制共产国际错误指挥，坚决捍卫党的独立性。 抗日

战争期间，王明脱离中国实际，不加批判地贯彻共产

国际指示精神，一味强调对国民党的妥协迁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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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１９３７ 年，毛泽东

坚定地提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

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⑩翌年，他又在《论新阶

段》中针对性地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

对于中国情况是不适合的”􀃊􀁉􀁓。 他强调要捍卫党的

独立性：“必须尖锐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

地反对投降主义。”􀃊􀁉􀁔经过拨乱反正，党中央基本克

服了外部干扰，有效捍卫了党的独立性。
总体来说，这一历史阶段，党在思想上由幼稚走

向成熟，对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认识和实践从自

发上升到自觉。 在决策定位层面，统一战线完成了

由短期策略到长期战略的根本转换。
３．自为完善统一战线领导权阶段（１９４９ 年至

今）
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是自为阶级。 所谓自

为，是指主体在思想和行动实现自觉的基础上，通过

实践与反思不断丰富自身主体性。 具体到统一战线

领导权建设上，较之前两个阶段，自为阶段最显著的

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期执政党。 主要敌对力

量的退场，意味着自觉“斗争”不再是领导权建设的

主基调，取而代之的是自为“完善”。 这里“完善”的
直接对象是领导权，但最终指向却是党自身，故曰

“自为”。
首先，完善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 对于长

期执政的政党来说，只有加强政治领导，才能有力引

领统一战线发展，把统一战线嵌入整体战略布局。
１９５１ 年，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指出，要增强党

对统战事业的政治领导。 这一规定精神在此后 ７０
多年的统战工作中得到了很好贯彻，并在形式和内

容上不断丰富完善。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

谈到统战工作时强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

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

的领导，主要体现为党委领导而不是部门领导、集体

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其次，完善党对统一战线

的思想领导。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做了大量工作，增
强同盟者对于统一战线的认同感。 １９５１ 年，周恩来

组织知识分子代表研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１９５２ 年，中央出台决议，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团体、宗
教界人士等积极参加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此后历届

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不断细化、完善对于同盟者进行

思想教育的实施原则、方式方法等内容。 ２０２０ 年，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提出，要对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商会会员、党
外知识分子等群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这些措施切

实增强了党对统一战线的思想领导。 再次，完善党

的统一战线领导权制度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
着大规模革命战争的结束，是否继续保留统一战线

问题一度成为党内外人士争论的焦点。 对此，毛泽

东斩钉截铁地指出：“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

取消？ 我是不主张取消的。”􀃊􀁉􀁖此后，党格外注重相

关制度建设，旨在从制度上保障统一战线及其领导

权建设的长期性、稳定性和规范性，确保这一法宝赓

续传承，不因人而废。 １９５０ 至 ２０１５ 年，党中央先后

组织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２１ 次，制定出台制度

性、纲领性文件 ２０ 余份。 ２０２０ 年颁布的《中国共产

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的诸多关

键问题作了制度性规定，极大推动了领导权建设的

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统一战线

领导权建设的历史经验

　 　 回顾百年历程，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取、巩固

和完善，贯穿于党的各个历史阶段，其间虽有挫折、
屡经磨难，但也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概而言之，
主要有四个方面。

１．统一战线领导权是靠斗争赢得的

党的统一战线领导权并非天然形成的，更不是

谁的恩赐，是靠斗争赢得的，斗争是获得领导权的根

本途径，这是党的百年领导权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
任何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都是一个复杂政治综

合体，只要它存在，围绕领导权的斗争就必然存在。
比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但大资产阶

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也争，小资产阶级也争。 他们总

要照他们的思想来领导这个队伍”􀃊􀁉􀁗。 在这个关键

问题上，绝不能犯右倾错误。 历史证明，无节制地妥

协，将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拱手相让，妄图以此换

取政治空间，只能是一厢情愿。 反观以蒋介石为首

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未停止过运用手中的反动力量

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 比如，大革命时期，他
们策划中山舰事件和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制定所谓“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出台《限制异党活动办

法》；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反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

在军事上大肆进攻解放区；等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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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

是天然的，而是通过长期顽强斗争赢得的。 从唯物

史观的角度分析，领导权争夺的实质是利益之争，争
夺领导权的本质是不同力量的角逐。 因此，要取得

统一战线领导权，就必须要不断壮大党的自身力量

特别是军事力量。 这一宝贵斗争经验时至今日依然

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２．党的建设是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根本保障

作为领导主体，党的自身建设本质上就包含领

导统一战线能力的建设，因而它构成统一战线领导

权建设的根本保障。
打铁必须自身硬，这是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

一个强大而有力的领导主体，才能成为统一战线的

真正领导核心，自觉带领同盟者砥砺前行。 无产阶

级政党如果自身建设水平不高，不能始终保持先进

性、纯洁性，是没有资格、能力和底气领导统一战线

同盟者的。 历史和实践表明，统一战线离不开党的

正确领导，而党的正确领导依赖于党的自身建设的

不断加强和改善。 回首百年历史，不论是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加强

自身建设，从而为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注入了强大

内驱力。 百年统战历经挫折而不馁，饱经磨难而奋

起，个中原因为何？ 根本就在于党敢于刀刃向内，不
断进行自我革命和政治锻造。 通过加强自身建设，
党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 一个既有

过硬执政能力，又能够代表同盟者根本利益的政党，
必然会赢得普遍的信赖和广泛的拥护，推动统一战

线力量的不断壮大。 所以说，党的建设是领导权建

设的根本保障。
３．爱国主义是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精神旗帜

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统一战线构想，虽是严峻

的革命斗争形势所迫，但根本上却是出于对这个饱

经苦难而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和屡受重创而屹立不

倒的古老国家深沉隽永的热爱。 自诞生之日起，党
就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领导人民开展救亡图存的爱

国运动。 党的二大通过的《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
所倡导的，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旗帜，领导和团结各界

爱国仁人志士，广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

军阀的爱国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益深重

的民族国家危机，中国共产党高擎爱国主义旗帜，通
过积极联络，构筑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挽

救国家和民族于水火之中。 解放战争时期，在爱国

主义精神引领下，党团结和带领各界进步人士，汇聚

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正义旗帜下，与腐朽的国民

党展开坚决斗争，有力提升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力，为新中国诞生做了政治总动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

爱国主义被赋予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 统一战线领

导权建设也与时俱进，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紧紧

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最大公约数，汇聚

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中国力量，取得了

历史性成就。 ２０２０ 年正式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

战线工作条例》增加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爱国者”􀃊􀁉􀁘的新表述。 这就意味着，一切个人、政
党、组织、团体等，只要怀有爱国主义精神，都可成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一份子。 足见，爱
国主义是贯穿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一根红线。

从现实的角度讲，以爱国主义为精神旗帜，有助

于厚植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政治基础。 前文已

述，统一战线的本质是一种政治联盟，但这并不意味

着所有同盟者都具有和党完全一致的政治主张以及

完全相同的意识形态。 然而，爱国主义能够超越这

种差异性，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面凝聚起广泛社会

共识，这就从客观上厚植了党的统一战线领导权的

政治基础。
４．科学理论是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行动指南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也是党

的百年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 马克

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指导党的统一战线领导权建

设的根本理论，但不能机械照搬，而是要注重把经典

理论同中国具体历史、文化、现实相结合，暨运用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指导领导权建设。
否则，我们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给党的统战事业造

成严重损失。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缺

乏科学理论指导，党在思想上因错误观点的侵扰而

不够坚定，行动上表现为“左”倾激进主义或右倾投

降主义，致使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力被严重削弱，造
成革命的重大挫折。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之所以取得最终胜利，除了党自身武装力量的

壮大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中央根据统一战

线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思

想，提出了科学的统一战线理论。 抗战胜利后，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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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破裂，新的斗争环境呼唤新的理论指引。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

报告，科学阐述了构建民主统一战线的紧迫性。 翌

年 １ 月，他又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

重要问题》，着重分析了统一战线中领导关系的问

题。 这两份文件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提

供了科学指导，有力提升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

人民政协的任务》重要讲话中，对新时期爱国统一

战线的阶级基础、政治性质、目标任务和领导方式等

关键性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为改革时期的统一战

线领导权建设提供了理论遵循。 进入新时代，面对

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运用科学理论指导统一

战线领导权建设，显得更加迫切。 对此，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同心圆论” “石
榴籽论”“最大公约数论”，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怎

样巩固好、发展好、维护好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这一

根本性问题。
历史一再表明，科学理论的指导是党的统一战

线领导权建设不断取得历史性进步的重要因素。 然

而，科学的理论从来都不可能移植，必须与本国国情

相结合完成民族化。 构建科学的统一战线领导权理

论，最重要的是秉持问题意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立场观点方法剖析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 在这个

过程中生成的创造性理论，才是能够指导中国统一

战线领导权建设的科学理论。

四、结语

回眸百年征程，统一战线因其具有凝聚人心、汇

聚力量、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功能，铸就了中国社

会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的鲜明政治格局。 从“联
盟之术”到“强国之道”，历史雄辩地告诉我们，运用

好统一战线这一传统法宝，关键就在于始终坚持党

的领导，精髓就是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权建设。 从经

验中获得启示，从启示中汲取力量，是一代代中国共

产党人接力奋斗的行动逻辑。 以史为鉴，站在新的

历史交汇点，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呼应人民的美好

期待，中国共产党吹响了奔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号角。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伟大征

程，离不开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积极参与。 这就要

求我们以坚持和完善党的统一战线领导权为主线，
以政治建设、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为重要切入点，精
准施策，持续用力，不断深化统一战线领导权建设，
使其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迸发出更大的生机与

活力。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 ４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１２５７ 页。 ②􀃊􀁉􀁗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
第 ３１６、１０５ 页。 ③刘文旋：《领导权、知识分子和真实的劳动———葛

兰西政治哲学的脉络》，《哲学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 ④《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 ８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４４３ 页。 ⑤《毛泽东选

集》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１５４ 页。 ⑥⑩􀃊􀁉􀁓􀃊􀁉􀁔《毛泽东选

集》第 ２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７６３、３９４、５３９、３９２ 页。 ⑦⑨中

共中央统战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６３、１１２ 页。 ⑧《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年，第
２１６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２ 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０３ 页。 􀃊􀁉􀁖《毛泽东文集》第 ６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４８８ 页。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华文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第 ４ 页。

责任编辑：文　 武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

Ｌｉ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Ｌｉ Ｗｅｉｗ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 ｃａ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ｔｙ ｔｏ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ｏ ｓｅｌｆ－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ｈａ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ｒｉｃ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
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 ｉｓ ｗｏｎ ｂｙ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 ｉ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Ｂａｎｎ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６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中 州 学 刊 Ｏｃｔ．，２０２１
第 １０ 期（总第 ２９８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１０

【当代政治】

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

秦 国 民　 　 　 曹 　 灿

摘　 要：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是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 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各项

制度的有效运行，激活制度资源、优化制度生态、激发制度活力。 新时代，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应将制度建设摆在

突出位置，以制度优势证明道路选择的正确性与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以制度理性弥补人性与人的能力的局限与不

足，以制度力量保障科学发展，以制度文明为良法善治提供基础，以制度执行力兑现神圣和庄严的执政承诺。
关键词：制度建设；治理效能；制度理性；制度文明；制度优化

中图分类号：Ｄ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００７－０４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

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之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战略

机遇期，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矛盾和治理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形成叠加，
增加了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压力和难度。 在此背景

下，推动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需要把握制度建

设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原则，将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

置，发挥其在国家治理效能提升中的功能和优势。

一、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

优势证明道路选择的正确性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制度是立国之本。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

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①新中国成

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历史飞跃。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用几十年的

时间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需要走几百年的工业化进

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进一步增强。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社

会保持长期稳定，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中国之

治”得到世界公认。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体系是一个具有巨大优越性和旺盛生命力的制

度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制度体系的本质属

性、价值立场和目标追求等方面总结和概括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 １３ 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
１３ 个显著优势具有密切的联系，不可分割，共同体

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优势。
在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结构中，把制度

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绩效确保经济社会的全

面发展。 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重要时期，制度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复

杂。 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有利于在全面深化

改革中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有机

衔接，进一步做好和统筹制度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
统筹制度改革创新和制度运行，着力固根基、扬优

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

有效的制度体系，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研究”（１９ＢＺＺ００２３）。
作者简介：秦国民，男，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曹灿，男，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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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绩效确保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把制度建设

摆在突出位置，可以更好地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体系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具有

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历史

发展、渐进改进和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由此可见，把
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能够使我们看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能够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和为什么能

够做的问题，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规律性，处
理好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解放思想与实事

求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

河等方面的关系，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有序推进。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高度

重视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中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通过制度建设凝聚治理共识，形成治理合力，坚
决破除一切妨碍国家有效治理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

制弊端，突破旧的观念、体制和利益格局的束缚，构
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体系。

二、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理性

弥补人性以及人的能力的局限与不足

　 　 人性是我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普遍思考的问题

之一。 在学界，专家学者对人性存在着性善论与性

恶论两种观点。 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说明

人性存在着差异性的局限与不足。 从人类制定制度

的初衷来看，正是认识到人性中不能自我克服的局

限和不足，人类才创造制度来反制自身的行为并充

分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实现人与社会的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制度和人的关系结构中，把制度建设摆在突

出位置，厉行法治而摒弃人治，目的在于以制度理性

弥补人性的局限和不足。 制度理性强调的是理性原

则，是一种能够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制度选择。 国

家通过制度理性进行的制度设计与安排，能够对制

度非理性的一些行为进行纠偏，从而使不同的经济

社会主体在制度的框架内寻得相对的均衡性，实现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与保障基础的制度，承担着

整合治理资源的重任，是科学发展的保障，其本身是

否具有良善性，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的方向、水平与

能力。 以制度理性来弥补人性和人的能力的局限与

不足，就必然要求制度本身具有良善性。 制度的良

善性是制度内在的理念、精神与价值，构成了制度得

以产生、形成、执行、遵守与监督的合理依据，是制度

具有合法性、普遍性、规范性、权威性的理性基础，是
制度治理的精神支撑。 不具有良善性的制度缺乏成

为制度的资格条件，称不上是真正的制度。 从应然

与实然的角度来看，制度的良善性可以分为制度的

形式良善性与制度的实质良善性。 形式良善性要求

制度必须是正当的、合法的、普遍的、公开的、一致

的、明确的、稳定的以及可行的，要体现出程序正当

性；实质良善性表现为制度的实质正义性，是人文

性、价值性和目的性的统一。 形式良善性与实质良

善性都是制度不可或缺的。 如果形式良善性缺失，
则会导致制度内在机制的缺乏和失灵，从而最终导

致制度目标无法实现，制度效能无法有效发挥；如果

实质良善性缺失，制度就会失去社会成员的信仰，社
会就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从而威胁国家的稳定，不
利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 因此，如果一项制度本身

不具备良善性，那么它就不是好的制度，在制度治理

中就会充斥着不公平与非正义，甚至还会产生一些

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暴力事件。 换句话说，如果

制度本身是良善的，体现着公平与正义，那么社会公

众就会从心底里接受并认可该制度并形成制度信

仰，服从和参与该制度的治理过程。

三、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

力量为科学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新发展理念。 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

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②发展是

硬道理，坚持科学发展则是发展的实质要求。 以人

为本的科学发展是全面的、多元的、可协调的发展，
也是有规律的、依据事实的、为实现公平正义的发

展，更是接受制度约束的发展。 在制度与发展的关

系结构中，将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是实现科学发

展的关键环节。
其一，科学发展需要制度提供的良好社会秩序

作为支撑。 制度具有规则约束的功能，能够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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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活动提供规则体系，约束社会主体的活动，从
而形成良好的社会活动秩序。 制度作为规制社会公

众行为的规范，能够为人与社会的发展提供确定性

的框架基础，可以有效抑制社会公众的随意性行为

和机会主义行为，使社会公众的行为具有一定的预

见性，增进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与合

作，从而为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系提供保障。 德国

学者柯武钢等人曾指出：“信任以一种秩序为基础。
而要维护这些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

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 我们称这些规则为‘制
度’。”③人类制定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能够使

其自身的行为能够处于制度轨道之上，从而使行为

者能够依据制度所确定的价值来进行行为的选择，
最终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

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各种利益结构正在

不断调整，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呈现出多元化与复

杂化的趋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愈发密切。 由于利

益差异化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断。 而要化

解这些矛盾冲突，使不同的利益诉求者达成共识，为
科学发展形成合力，就应该加强制度建设，利用制度

的规则约束功能来缓解矛盾冲突。 “正因为生活中

的个体行为动机不可能完全是利他型的，个体之间

又存在着相互依赖和公共利益的渴望，所以才需要

各种不同的制度来约束或惩罚可能行恶以致破坏相

互依赖关系的纯粹利己型行为者。”④在完善的制度

体系内，不同的利益诉求者或利益集团能够利用该

制度体系所提供的制度化路径与渠道，通过平等的

对话与协商，形成利益共识，从而缓解矛盾冲突，为
科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良好的社

会秩序，为科学发展提供坚强的保障。
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制度作

为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
种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如环境污染严重，市场

秩序混乱，贪污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等。 这些问题

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制度建设滞后造成的。
要顺利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建
立健全一整套制度是前提条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强制度建

设首先能够降低合作成本。 根据经济学的假设，人
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在制度化的市场

经济中，理性的经济人能够根据制度规则来简化自

身的交易行为，从而降低合作成本与交易费用，提升

经济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 其次，加强制度建设能

够激发社会主体活力，减少市场负外部性，并约束市

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促进主体间的合作，提升经济效

率，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制

度具有激励约束的功能价值，加强制度建设能够有

效促进经济的增长，实现科学、健康、全面协调的发

展。 “通过政府的制度建设可以给予正外部性行为

提供者以奖励，而对产生负外部性的行为主体给予

必要的惩戒从而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使得社会的

成本与收益和私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差距缩小，进
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⑤最后，制度

能够稳定经济主体的未来预期，避免机会主义行为

的发生。 在社会分工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交易主

体之间要形成有效的合作与交易，依赖于交易主体

之间的合作化交易机制。 在市场交易中，加强制度

建设，能够引入政府这一具有强制性的、权威性的第

三方，形成合作化交易机制，保证交易的公正无偏，
提升资源的配置率与利用率，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
加强制度建设，促使制度体系更加成熟与定型，能够

增加市场经济主体的未来预期，激发市场经济主体

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实现推动经济增长和科学

发展的目标。

四、把制度优化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

文明为良法善治提供前提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科学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

法治，而且是良法善治。 良法善治既是合规范性、合
正义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又是合法性、民主性与科

学性的统一。 良法善治的实现需要制度文明为其提

供前提基础。 首先，制度文明能够塑造良善法治的

对象。 良善的制度或者是具有较高文明的制度有助

于培育具有高尚道德与超强智力的社会成员，能够

为良法善治培养出富有德性的、开明的和有智慧的

人民，以此来确保良善法治的顺利实施。 其次，制度

文明能够为良善法治提供稳定的基本架构，确保其

稳定性和连续性。 制度文明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

制度效能的发挥。 良善法治只有依赖于制度文明，
其在架构上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才能够使其不随

着时间、空间、人物以及事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异或者

中断。 最后，制度文明还能够有效化解危机。 当良

善法治遭遇到危机时，制度文明所具有的超前、坚定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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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柔韧的基本特性将会释放出较强的抗压与受挫能

力，从而帮助其走出危机，促进社会的发展。
制度的创设难能可贵，制度的优化任重道远。

一方面，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应

该始终坚持制度优化。 恩格斯曾经说过：“所谓‘社
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

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

革的社会。”⑥这里的“变”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要坚

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不变，从而不失时

机地革除那些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体制机制

性障碍，不断优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制度

优化的实质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变”与“不
变”的辩证统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不断优

化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取得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胜利提供坚实的保障。 另

一方面，坚持制度优化是制度自信的基础。 制度自

信来源于人民，之所以能够坚持制度自信，是因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选择，
其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主体地位的，并在此过程中

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追求的共产党的领导核

心地位。 但是，坚持制度自信必须拒绝盲目自傲，需
要我们充分认识目前我国制度自我完善的空间，深
刻认识制度自我完善的规律，积极探索制度自我完

善的机制。

五、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

执行力兑现神圣和庄严的执政承诺

　 　 制度建设除了制度供给外，还包括其他重要环

节，如制度的宣传、执行、检查、评估、改进等，其中，
制度的执行是最为关键的环节。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

执行。 如果得不到彻底有效的执行，再好的制度也

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功能。 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进程中，不仅需要加大良制的供给，更需要贯

彻落实现有制度，从而使其能够在现实生活发挥其

应有的功能。
贯彻落实各项制度首先需要增强制度意识。 一

方面，要增强制度执行意识。 如果制度执行主体具

有强烈的制度意识，制度执行力就强；反之，制度执

行力就弱，制度效用就无法有效发挥。 如果制度执

行主体缺乏必要的制度意识，再好的制度也是形同

虚设。 另一方面，要增强制度维护意识。 社会公众

特别是广大党员要增强自身维护制度的意识，坚决

同一切违反和破坏制度的行为做斗争，自觉维护制

度的权威。
贯彻落实各项制度也需要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

模范带头作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

数”的作用。 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
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为普通群众

树立榜样。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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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热点】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创新及实现路径∗

王 同 昌

摘　 要：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中发挥着全面政治领导、发展经济、服务群众、加强自身建设等功能。 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带来挑战，使其功能发挥面临困境。 适

应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新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必须实现创新。 行政村党组织应在引导其他组织发挥积极作

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协助上级做好村庄规划、加强自身建设和领导乡村治理方面发挥功能；农村合作

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应在引导合作社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协调合作社相关主体利益、做好合作社与政府部门对

接工作、帮助合作社解决实际困难方面发挥功能；农村非公经济中的党组织、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应结合各自运作

特点强化服务功能。
关键词：农村基层党组织；党组织功能；农村非公经济党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党组织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０１１－０６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

的基础，发挥着政治引领、发展经济、服务群众等重

要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

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

迁，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带来新挑战。 适应

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准确把握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

发挥面临的困境，找准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功

能的着力点和抓手，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创新，
是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具体表现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是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

村社会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发挥的效能。 准确

把握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关系到新时代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成效，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关
系到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具体而言，农
村基层党组织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全面政治领导功能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政治组织，必须牢牢把握这

个基本定位和基本属性，履行好政治责任，发挥好政

治领导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①农村基层党组织

作为乡村社会的领导核心，必须全面领导农村社会

各个组织，支持和保障各种组织依照各自章程有序

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
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关键。 无论农村社会结构

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
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垒作用

不能削弱。”②可以说，全面政治领导功能是农村基

层党组织第一位的功能，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各项功

能中处于根本性地位。
２．发展经济功能

农村基层党组织担负着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实现

共同富裕的历史重任。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确立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第一书记引领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路径研究”（２１ＢＤＪ１０９）；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重大项目“全面小康社会背景下村级党组织建设创新研究”（２０２１ＳＪＺＤＡ０８６）。
作者简介：王同昌，男，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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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贯彻落实党的基

本路线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工

作，努力成为引领发展的“火车头”和群众致富的

“主心骨”。 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经济功能，习
近平总书记作了多次强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习近平

指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

裕的重要途径。 要在搞好统一经营服务上、在盘活

用好集体资源资产上、在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

上多想办法。”③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他在湖北考察时指

出：“村党支部要成为帮助农民致富、维护农村稳

定、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④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习近平在河南调研时强调：“要发挥好基层党

组织的作用和党员干部的作用，落实好‘四议两公

开’，完善村级治理，团结带领群众向着共同富裕目

标稳步前行。”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产业

振兴是重点，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在构建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方面发挥重要功能，带
领农民探索出一条符合本村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
发展壮大农村经济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的基

础，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其他功能的发挥才有坚实

的后盾。
３．服务群众功能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 因

此，服务群众也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功能。 当

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

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

工农城乡关系的新阶段。 在此背景下，伴随着大量

资源下乡，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把农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找出来并解决

好，让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是农

村基层党组织必须承担的职责。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

十九大党章也都强调，党支部要履行组织群众、宣传

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 服务群众功能是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落脚点，也是由我们党的性

质和宗旨决定的。 当前全国农村普遍建立的党组织

活动阵地被命名为党群服务中心，就是党组织服务

功能的直接体现。
４．加强自身建设功能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有力是其发挥功能的前

提和基础。 俗话说，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党支部，这
充分说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性。 打铁必须自

身硬，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把加强自身建设摆在突

出位置，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面推进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

争，使其真正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农村基层党组

织加强自身建设功能在党组织功能体系中处于保障

地位，是履行其他功能的前提，只有把自身建设好，
其他功能才能有效发挥。

二、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对农村

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影响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经济社

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从不同层面对农

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带来影响。
１．家庭承包经营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影响

家庭承包经营前，农村土地实行集中经营，党组

织代表农民行使经营权和分配权，农民的生产生活

与党组织密切相关。 家庭承包经营后，虽然土地仍

归集体所有，但是经营权和分配权已转移到农民个

体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收益多少，如何分配完

全取决于农民个体，表面上与村级党组织关系不大。
但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组织代表集

体土地的发包方，与农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担督

促农民交售国家公粮的职责。 ２００６ 年以后，国家不

但全部取消了农业税，还给种粮农民各种类型的补

贴。 在这种条件下，农民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失去了

经济利益的联系。 在集体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基层

党组织掌握一定的集体经济资源，具有为村民服务

的能力，党群关系还算密切。 在集体经济薄弱村甚

至空壳村，农村基层党组织没有财力支撑，有的甚至

缺乏活动经费，无法为农民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导
致党组织悬浮于农民之上而不是深深扎根于农民之

中，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感逐渐下降。
２．新经济组织发展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

影响

改革开放前，农村经济组织单一，主要为集体经

济组织。 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组织日益多元化，出
现了大量新经济组织，主要有合作经济组织和非公

经济组织。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大部

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随之解散。 但是，一家一户的

个体小农经济与农业产业化、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

求不相适应，因此，合作经济组织孕育而生。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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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标志着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入规范化发

展新阶段。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提高了小农户

抗风险能力，提高了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自救自助

能力；增加了农民的边际产出，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

农民边际收益递减效应；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规模效

应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促进农业的适度

产业化。⑥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地把农民

组织起来，密切了农民之间的联系，但在一定程度上

疏远了农民与行政村党组织的联系，弱化了基层党

组织功能的发挥。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也逐渐出现了一些非公经

济组织。 非公经济组织的大量出现与发展对基层党

组织提出了新要求。 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既要

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又要在群众中发挥政

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这必

然对其功能的发挥产生较大的影响。
３．农村社会结构变化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

影响

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

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强。 改革开放甚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之前，农村人口流动性不大。 相应地，流动党员也

不多，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

内容易实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大

规模人口流动浪潮，比较突出的是大量农村人口向

城市流动，即农民工流动。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０９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２２９７８ 万人。⑦受新冠疫情

影响，２０２０ 年农民工数量较上一年有所减少，但绝

对数量仍达到 ２８５６０ 万人。⑧大量农民工外流对农

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党组织缺乏高

素质的后备力量，优秀的入党积极分子大大减少。
二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加剧。 农村人口老龄

化一方面是由整个社会的老龄化造成的，另一方面

是由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导致农村的老龄化更加凸

显。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 ２０２０ 年，我国 ６５
岁以上人口为 １９０６４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 １３．５％。⑨

人口老龄化导致农村党员队伍老化，制约了农村基

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
４．农民文化素质及消费需求变化对农村基层党

组织功能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文化素质和消费需求都发

生了巨大变化。 在农民文化素质方面，２０２０ 年，我
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９５．２％，高中阶段毛入学

率为 ９１．２％。􀃊􀁉􀁒这标志着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得到大

大提升。 ２０１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 新型职

业农民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专业技能型

职业农民、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在此背景下，农
村基层党组织如何既满足传统农民需求，又适应新

型农民要求，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消费需求方面，
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大大提升。 经过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

标准下 ９８９９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８３２ 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１２．８ 万个贫困村全部列出，区域性整体

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总体来看，农民的消费结构实现了从传统温饱生存

型向小康社会的现代化转变。 在农民的消费需求

中，食品消费与衣着消费支出逐渐减少，而交通通

信、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支出逐渐增长。 随

着农民消费需求的多元化，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日益增长。 在农村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带领农民实现美好生活需求的

任务更加艰巨。
５．农民居住方式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影响

传统上，甚至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我国农民居

住在一个个自然村落，若干自然村落构成一个行政

村，成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单元。 正如有

学者指出：“这些自然村落的生存方式、内部的制度

与组织及其观念习俗，更多地受制于它们各自所处

的自然生态环境。”􀃊􀁉􀁕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民的居

住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居住的集中化

趋势。 有资料显示，１９９０ 年，中国的自然村数量 ４２０
万个，２０１３ 年，自然村数量减少到 ２８０ 万个，２３ 年间

有近 １４０ 万个自然村消失。􀃊􀁉􀁖自然村消失的主要原

因是人口迁移、拆村并点和征地。 其直接的结果是

农民的居住方式越来越集中，有的地方表现为农民

上楼。 例如，江苏省金湖县以“交通便捷、节约资

源、尊重民意”为原则，经过三轮反复比选，最终确

定建设 ２０ 个县级集中居住点。 连云港市已完成农

民集中居住点建设 １５０ 个，在建 ２１ 个。􀃊􀁉􀁗农民居住

方式的集中化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农民提供了便

利。 但居住的集中化使得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相对

增多。 如何确保农民既集中居住又和谐相处，对农

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提出了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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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面临的困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认真落实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得到长足进步，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进一

步强了起来。 但是客观来看，在农村经济社会结构

发生巨大变迁的情况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

还面临不少困境，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１．行政村党组织功能发挥面临的困境

行政村党组织在农村社会中居于全面领导地

位，与村域范围内的其他组织和农民群众是领导与

被领导关系。 但目前行政村党组织的全面领导功能

还未充分发挥。 首先，行政村党组织与村内其他组

织的关系还未完全理顺。 当前，有些自发成立的经

济组织、社会组织还未完全纳入行政村党组织管理

之中。 其次，有的行政村党组织经济发展能力不强，
发展集体经济成效不明显，不能给农民群众带来实

实在在的利益，对农民群众的组织力下降。 相比较

而言，有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由于能够满足农民群

众的经济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反而在农民群众中

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长此以往，就会对行政村党组

织领导功能造成致命伤害。 最后，行政村党组织自

身建设功能悬浮化。 党的建设应该是全体党员和党

的干部共同参与的过程，在一定情况下还应吸纳普

通群众参加。 但目前有的行政村党组织建设仅仅成

了党员干部的事，党员和群众的参与性不足，党建效

果不佳，无法为党组织其他功能发挥提供坚强的组

织保障。
２．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发挥面临的

困境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适应广大农民抗击市场风

险，谋求农业收益最大化需要而建立的，有利于提高

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自救自助能力，也促进了农业

的适度产业化。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发

挥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有的合作经济组

织中还未建立党组织，有的即使建立了党组织，只是

挂了一个牌子，没有实际运作，根本谈不上功能发

挥。 二是有的合作经济组织中已经建立了党组织，
但功能发挥有限。 有的党组织为了嵌入而嵌入，党
建人才缺乏，未能围绕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而发挥功

能，引导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能力弱，缺乏对合作

经济组织发展的有效监督，甚至一些农民没有感受

到合作经济组织中党组织的存在。
３．农村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发挥面临的

困境

农村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与城市非公经济组

织中党组织有重要区别。 城市非公经济中党组织所

依托的非公经济组织一般来说企业规模相对比较

大，其上级领导机构一般是党工委。 而农村非公经

济组织中党组织是依托于农村的非公经济组织，其
上级领导机构为行政村党组织。 城市比较大的非公

企业一般要建立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非公经济

中党组织要领导群团组织。 而农村非公经济一般规

模比较小，一般没有建立群团组织。 因此，农村非公

经济中党组织主要应该是监督引导企业良性发展，
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维护企业和农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 但是，目前农村非公经济中党组织功

能还未充分激活，主要体现为对企业发展还未充分

发挥引导作用，对企业发展中的困难还无能为力，对
农村群众的教育引导不足。 从表面上看，农民在非

公企业工作获得收益与企业经营状况密切相关，而
与非公企业中党组织关系不大。 因此，农民群众对

非公企业中党组织认同度不高。
４．农村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发挥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组织经历了一个从无

到有的发展过程。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民政部印发的《关
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提出，力争

到 ２０２０ 年，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初见成效，实现

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 ５ 个社会组织。 经过 ５ 到

１０ 年，社区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支持措施

更加完备，整体发展更加有序，作用发挥更加明显，
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力支撑。 农村社会组织

作为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有效地

实现了农民的自主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

保护。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农村监管机制的体制性

漏洞、组织体系的排斥性弊端和维权功能的过激化

倾向等问题的存在不但限制了农村社会组织的进一

步成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社会带来诸多消

极影响。􀃊􀁉􀁘从农村基层党建的角度看，社会组织中党

组织功能还未充分发挥。 由于农村社会组织相比其

他组织而言发育成长较晚，因此，社会组织中党建相

对薄弱，不少社会组织中还未建立党组织，党员在社

会组织中先锋模范作用还未充分发挥，有的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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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与党组织甚至处于“两不找”状态。

四、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创新的实现路径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农村基层党

组织亟须实现功能创新。 从类型上看，农村基层党

组织在村域范围内大致分为以行政村为依托的行政

村党组织，以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的党组织，以非公

经济组织为依托的党组织，以社会组织为依托的党

组织。 不同类型的党组织应履行不同功能，采取不

同的功能实现途径。
１．行政村党组织功能实现路径

行政村党组织是行政村内最高领导力量，是党

和国家政权在基层的象征，虽然不是一级政权组织，
但协助乡镇党委政府履行了大量职能。 因此，行政

村党组织要更好地围绕村庄公共事务发挥功能。 第

一，行政村党组织要有效领导村民自治组织、经济组

织、社会组织，支持这些组织按照各自章程发挥积极

作用。 第二，行政村党组织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 党和国家关于“三农”的路线方针政

策，既有管长远的战略规划，也有阶段性的政策要

求，行政村党组织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并结合

本地实际创造性落实。 当前，行政村党组织要在搞

好土地发包、土地流转、土地收益分配方面更好发挥

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

条件下，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了土

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在依法保

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前提下，平等保护

土地经营权。 尤其是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
余指标调剂产生大量收益情况下，行政村党组织要

做好合理的利益分配，保障农民的合理收益。 第三，
协助上级做好农村发展规划。 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

件强调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其重要内容之一就

是做好乡村发展规划。 乡村发展规划，不能简单聘

请设计公司为了规划而规划，一定要注意到乡村的

现有基础、历史传统、雨水流向等，行政村党组织作

为长期扎根于村域的党组织，对乡村历史底蕴比较

了解，应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行政村党组织要加强

自身建设，提高自身建设质量，为村域其他组织培养

优秀骨干，鼓励优秀党员到其他组织中工作，确保其

他组织与乡村振兴同向而行。 第五，领导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其
中行政村党组织处于领导地位。 行政村党组织要结

合乡村发展实际情况，引导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为
构建组织完备、经济发展、富有活力的新型乡村社会

治理格局提供保障。
２．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实现路径

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

必由之路。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农村出现

空心化、老龄化等情况。 为应对市场经济挑战，农民

有走向重新合作的客观必然性。 因此，合作经济组

织中党组织发挥功能的着力点是保障合作经济组织

健康发展。 第一，合作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应引导合

作社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制度具有稳定性和长期

性，只有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规范，才能有利于合作

经济组织长期发展。 第二，维护合作经济组织相关

主体利益。 实现参与主体利益最大化，是合作经济

组织成立的直接动因。 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需要各主

体相互良性合作，而合作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应发

挥合作的润滑剂作用，有效协调各方利益。 第三，协
助政府帮助合作经济组织解决相关困难。 改革开放

以后成立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比较短，在发展

中还会遇到一些瓶颈，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帮助。
合作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在这方面应及时发挥作用，
做好政府相关部门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对接工作，为
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相关帮助，尤其是为合作经

济组织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３．农村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实现路径

农村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的发挥既要遵

循相关党内法规对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定位

的要求，又要结合农村非公经济组织运行的特点。
第一，要强化对非公经济组织服务功能。 我们党在

非公经济组织建立党组织不是仅仅为了对这些组织

进行控制，而是为了促进其更好的发展。 因此，农村

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要及时了解非公经济组织运

行中的实际困难，做到上传下达，及时把企业的运行

困难传达给相关部门，帮助非公企业解决发展中的

难题。 第二，强化对非公经济组织合法经营的引导

和监督功能。 由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特点，非公企

业在发展过程中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有可能突破法

律的限制，存在违法经营可能性。 这就需要非公企

业中党组织对非公经济进行引导和监督。 第三，加
强对非公企业员工的价值引导。 农村非公企业规模

相对比较小，企业文化建设比较薄弱。 因此，非公企

业中党组织要着力进行价值观教育，把党和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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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融入企业运营发展之中，打造适应非公企业

及员工需要的价值话语体系，实现价值嵌入的柔性

化、生活化、动态化和多样性，不断增强社会价值观

对非公企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４．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实现路径

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功能实现分为两种情况。 第

一，对于还不具备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应采取

“双向进入”策略。 一方面，鼓励党员积极参与社会

组织并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社会组织中的优

秀分子进行政治吸纳，在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吸收他

们加入党组织。 第二，对于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

社会组织，按照应建尽建原则建立党组织，实现党的

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 在行政村党组织领导下，结
合社会组织特点和社会组织成员利益需求开展党组

织活动，在业务活动中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

定，团结动员农民群众，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做
好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 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确保社会组织

处于党的有效领导之下，成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

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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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双碳”目标下我国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及其矫正∗

任 晓 莉

摘　 要：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时期，区域创新成为我国深入实施国家重大区域

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成为各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我国区域创新建设已取得显著

的成效，但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特别是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严重。 缓和区域创新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推
进符合“双碳”目标要求的区域创新协调发展，需要更新认识，跳出狭隘的区域创新理念；挖掘优势，选择符合本区

域的创新发展模式；调整政策，形成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格局；突破障碍，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创新体系；积极

探索，建立合作共赢的创新合作模式；深化改革，完善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创新；区域创新；不平衡；“双碳”目标；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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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我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值，２０３５ 年温室气体稳中有降，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温室气体中和。 这是我国基于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２０２１ 年是“十四

五”的开局之年，也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我
国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都要求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

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那么，“双碳”目标下，
我国区域创新有哪些新特点新成就？ 当下我国区域

创新发展不平衡有哪些表现？ 如何辨识区域创新发

展不平衡的相关问题？ 如何在有利于促进碳中和实

现的前提下，缓和我国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并促进

我国区域创新的协调发展？ 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

们作出回答。

一、我国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分析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我国出台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纲要》 （以下简称《创新战略》）。 《创新战略》

作为新时代我国创新战略的顶层设计，对我国的区

域创新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推动我国区域创新取

得了新进展，并在前沿基础研究、新兴技术商业化应

用等部分领域实现了新突破。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

与东北地区科技进步明显，四大经济板块创新能力

显著提升。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２０２０》数
据显示，２０１８ 年，我国四大板块发明专利申请量分

别达到 ８９６５ 万件、２６５６ 万件、１７０４ 万件与 ４８０ 万

件。 ２０１９ 年，我国有 ４４ 座城市（包含港澳台地区）
跻身全球创新城市 ５００ 强，较 ２０１５ 年增加 １８ 个；四
大经济板块入围城市数量分别为 ２４ 个、５ 个、５ 个与

４ 个。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等重点城

市群的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北京、上海、深
圳等城市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初步显现。
深圳市作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就，在“全球创新城市指数”排名中由 ２０１５ 年

的第 ７５ 位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第 ５３ 位，评级也由区域性

创新枢纽（ＨＵＢ）跃迁为全球创新支点，在人工智能、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９－１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河南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重点举措研究”（２０２０ＣＪＪ０８７）；河南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项目“‘十四五’时期河南探索建设全国首例内陆无水自由贸易港问题研究”（２０２０ＣＪＪ０８９）。
作者简介：任晓莉，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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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Ｇ、新型金属材料等前沿领域均处于全球第一梯

队。 我国多层级、多维度的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建设

工作迅速铺开，成为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

支撑，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度持续加深。 截至目前，
我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数量已达到 ２７ 家，国家级

高新区数量扩大至 １６９ 个。 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

济、可持续发展等前沿领域的特色创新平台相继设

立。 浙江、湖南、上海等多个省市基于自身创新资源

禀赋，集结优势科研力量，以政产学研协作为基础，
启动了国家实验室建设。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辉煌

的，也是令人振奋的。 但是，我国区域创新发展还存

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现象比

较突出，区域间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影响了区域创新的协调发展，进而影响了我

国创新驱动发展所赋予其应承担的重任的完成。
一个区域的创新能力乃至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

其所具有的创新要素的数量和质量。 几个最为核心

的创新要素是研发投入、科研人员、科研机构、高等

学校、发明专利、高技术企业以及企业创新情况。 以

部分典型直辖市和省级行政区为切入点可以对我国

各区域的创新要素不平衡问题进行比较分析。 一般

来说，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与创新要素富集度排名相

关性较强，但也不尽然。 比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

澳和成渝四大科学中心是我国创新能力和创新资源

最为集聚的地区，但是，其内部也存在着创新要素发

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现象，为了分析最具创新能力区

域内部的差异，我们将河北作为考察对象之一。 此

外，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不均衡现象比较突出，为了集中说明问题，我们对省

级行政区的选择集中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多年以来

排名居全国前五的几个省份，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

的省（市）作为分析对象。 由于中部六省是我国由

经济大国迈向发达国家的中坚力量，是解决我国区

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同时也是人

口众多、优质高校多、高层次人才多的地区，我们也

选择了湖北作为分析研究对象。
表 １　 相关年度典型省（市）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投入及强度比较

地区 ２０１８ 年政府研发
投入（亿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９ 年

Ｒ＆Ｄ 经费投入
强度（１） 以全国为 １ Ｒ＆Ｄ 经费投入

强度（２） 以全国为 １

２０１９ 年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比
２０１２ 年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增加

强度（２－１）

北京 ９２０．５７ ５．５９ ２．９２ ６．３１ ２．８３ ０．７２
上海 ４７１．２５ ３．１９ １．６７ ４．００ １．７９ ０．８１
广东 ２８７．６８ ２．１７ １．１４ ２．８８ １．２４ ０．７１
江苏 ２５３．９３ ２．４０ １．２６ ２．７９ １．０４ ０．３９
山东 １３６．５６ ２．３８ １．５６ ２．６８ １．０７ ０．３０
浙江 １１３．８９ ２．１０ １．１０ ２．６８ １．２０ ０．５８
河南 ６０．４ １．０７ ０．５６ １．４６ ０．６５ ０．３９
湖北 １７６．１８ １．７０ ０．８９ ２．０９ ０．９３ ０．３９
河北 ６８．１６ １．０６ ０．５５ １．６１ ０．７２ ０．５５
全国 １．９１ ２．２３ ０．３２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１．区域之间 Ｒ＆Ｄ 投入及强度差距分析

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投入强度是研发经费

支出与 ＧＤＰ 之比，是国际上用于衡量一国或一个地

区在科技创新方面努力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

区域创新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２０１８ 年，在所选省（市）中，政府研发投入排名第一

为北京市，为 ９２０．５７ 亿元，最后一名为河南省，只有

６０．４ 亿元，北京政府研发投入是河南的近 １６ 倍，如
果算上人均的话，差距会更大。 从经费投入强度来

看，２０１９ 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投入

总量为 ２２１４３．６ 亿元，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为 ２．２３，比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９１ 增加了 ０．３２。 在选取的 ９ 个省（市）
中，北京的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最高，排在首位，８ 年

间提升到 ６．３１，增加了 ０．７２，为全国平均增加强度

０．３２的２．２５倍。 上海 ８ 年间提升的强度为 ０．８１，排在

第二位，虽然高于北京的 ０．７２，但 ２０１９ 年经费投入

强度最高为 ４．００，强度较北京低 ２．３１。 河南、湖北、
河北三省经费投入强度多年来都在全国平均线以

下。 只有超出 ２％的经费投入强度，才表示创新从

引进模仿阶段迈向自主创新阶段，因为基础研究经

费投入的不断增加，有助于从源头上提升原始创新

能力，已从许多国家创新发展经验中得到验证。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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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虽然从全国来看，在信息技术、数字化、智能化发

展的今天，我国已经从引进模仿阶段迈向自主创新

阶段，但还有一些省份欠缺这样的条件和基础。
经济发展总量排名前 ４ 位的广东、江苏、山东、

浙江，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相差无几，而经济发展总

量多年排名第 ５ 位的河南，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与前

４ 位省份和北京、上海相比，差距比较大。 这是因

为，虽然 ＧＤＰ 排名前位，但是河南的人均 ＧＤＰ 却排

名靠后。 人均数据体现的是一种发展的水平，与规

模无关。 虽然总量对于地区发展意义很大，但人均

才是一种最真实的数据体现。 ２０２０ 年，人均 ＧＤＰ
十强省份依次是江苏、福建、浙江、广东、山东、陕西、

内蒙古、湖北、安徽以及湖南。 河南作为我国 ＧＤＰ
总量第五名的强省，人均 ＧＤＰ 中出局前十，所以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与前六位省（市）差距比较大。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９ 年北京的（Ｒ＆Ｄ）经费投入强度分别

为河南的 ５． ２２、４． ３２ 倍，为京津冀地区的河北的

５．２７、３．９２ 倍。 经费投入的增加，是我国科技进步和

国家竞争力提升的体现，展现的是科技创新在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壮大经济新动能方面发挥的关键作

用力。 上面的分析说明：一方面，我国区域创新存在

着较大的地区差距；另一方面，即使在创新能力比较

强、创新比较活跃的区域内部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

和差距较大的问题。
表 ２　 ２０１９ 年典型省（市）研究与开发机构与 Ｒ＆Ｄ 人员差距分析

地区 总人口
（万人）

地区地方部门属

Ｒ＆Ｄ 机构
数量（个）

每万人 Ｒ＆Ｄ 机构
数量（个 ／ 万人）

Ｒ＆Ｄ 人员
数量（人）

每万人 Ｒ＆Ｄ 人员
数量

研究与实验发展（Ｒ＆Ｄ）社会总人数

总数（人） 每万人 Ｒ＆Ｄ 人员
数量

北京 ２１５４ ４９ ２．３ ５５３５ ２．６ ４６４１７８ ２１５．４
上海 ２４２８ ７８ ３．２ ４８６８ ２．０ ２９３３４６ １２０．８
广东 １１５２１ １６２ １．４ １２４６２ １．１ １０９１５４４ ９４．７
江苏 ８０７０ ９８ １．２ ６２４３ ０．８ ８９７７０１ １１１．２
山东 １００７０ １７３ １．７ ８１０１ ０．８ ４４２２３３ ４３．９
浙江 ５８５０ ８０ １．４ ４６１４ ０．８ ７１３６８４ １２１．９
河南 ９６４０ １０２ １．０ ３５４４ ０．４ ２９６３４９ ３０．７
湖北 ５９２７ ７３ １．２ ２８３４ ０．５ ２８５５０７ ４８．１
河北 ７５９２ ６６ ０．８ ２１８６ ０．３ １８３１５１ ２４．１
全国 １４０００５ ２４９１ １．８ １１５１１０ ０．８ ７１２９２５６ ５０．９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２．区域之间科研人员与科研机构拥有量差距

分析

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是区域创新的核心要素。
当今世界，人力资本和人才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性

愈加凸显，而在 Ｒ＆Ｄ 中，我国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

“人才红利”可观。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从国际上通

用的比较科技人力投入的指标全时当量来看，我国

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人员全时当量达到 ４８０．０８
万人；按照从事的研究类型来看，基础研究 ３９．２０ 万

人，应用研究 ６１．５４ 万人，试验发展 ３７９．３７ 万人，从
事技术转化工作的人才储备充足，从事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的人才有待进一步积累。 整体来说，我国

Ｒ＆Ｄ 人力资本储备尚可，但是如表 ２ 所示，分区域

来看，我国也存在着区域创新人力资本不平衡、区域

差距明显的问题。
其一，地区地方部门属 Ｒ＆Ｄ 的机构与人员拥有

量普遍不高。 ２０１９ 年，我国地方部门属 Ｒ＆Ｄ 的机

构总量为 ２４９１ 个，平均每万人拥有 １．８ 个 Ｒ＆Ｄ 机

构；Ｒ＆Ｄ 人员总量为 １１５１１０ 人，平均每万人拥有０．８
个 Ｒ＆Ｄ 人员；Ｒ＆Ｄ 社会总人数为 ７１２９２５６ 人，平均

每万人拥有 ５０．９ 个 Ｒ＆Ｄ 人员。
其二，地区地方部门属 Ｒ＆Ｄ 机构与人员拥有量

不平衡现象明显。 地方部门属 Ｒ＆Ｄ 机构人均拥有

量只有北京、上海高于全国平均量，平均每万人分别

拥有 ２．３ 个和 ３．２ 个 Ｒ＆Ｄ 机构，其他省份均低于全

国平均量；地方部门属 Ｒ＆Ｄ 机构人员人均拥有量只

有北京、上海和广东高于全国平均量，平均每万人分

别拥有２．６、２．０、１．１ 个 Ｒ＆Ｄ 人员，其他省份或与全

国平均量持平（３ 个省份）或低于全国平均量（３ 个

省份）。
其三，省（市）之间和创新中心内部（如京津冀

内部）Ｒ＆Ｄ 机构与人员拥有量差距明显。 地方部门

属 Ｒ＆Ｄ 机构和人员人均拥有量最高的分别是上海

（万人均 ３．２ 个）和北京（万人均 ２．６ 人），分别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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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万人均 ０．８ 个、万人均 ０．３ 人）的 ４．０ 倍和约 ８．７
倍、河南（万人均１．０个、万人均 ０．４ 人）的 ３．２ 倍和

６．５倍。 全社会 Ｒ＆Ｄ 人员人均拥有量前三位的分别

是北京（万人均２１５．４人）、浙江（万人均 １２１．９ 人）和

上海（万人均１２０．８人），后四位的分别是河北（万人

均 ２４．１ 人）、河南（万人均 ３０．７ 人）、山东（万人均

４３．９ 人）和湖北（万人均 ４８．１ 人），均低于全国的平

均值（万人均 ５０．９ 人）。
表 ３　 ２０１９ 年典型省（市）高等学校及其 Ｒ＆Ｄ 人员及科技产出

地区

高等学校 高等学校 Ｒ＆Ｄ 人员 高等学校科技产出

总数（所） 每万人学校数
量（所 ／ 万人） 总数（人） 每所高校 Ｒ＆Ｄ 人员

数量（人 ／ 所） 发表科技论文（篇） 有效发明专利（件）

北京 ９３ ４．３ １２８１４６ １３７７．９１ １３１１１８ ５９４９８
上海 ６４ ２．６ ６９７６１ １０９０．０１ ９７９４３ ２５９９１
广东 １５４ １．３ ８３３５１ ５４１．２４ １０６１７２ ２０９３８
江苏 １６７ ２．１ ９４７５５ ５６７．３９ １４１２４７ ５５１９９
山东 １４６ １．４ ６６３４１ ４５４．３９ ７５３５７ ２３０９１
浙江 １０８ １．８ ６７４１２ ６２４．１６ ５７７７３ ３３０４７
河南 １４１ １．４ ３７７４３ ２６７．６８ ５０２３５ ９９７５
湖北 １２８ ２．２ ５５４５７ ４３３．２５ ８００７１ ２１２４３
河北 １２２ １．６ ３６０１７ ２９５．２２ ３５３２３ ４７６９
全国 ２６８８ １．９ １２３３１８０ ４５８．７７ １４４７６６３ ４１４０３２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３．区域之间高等院校及科研人员和科研产出差

距分析

高等院校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和发展潜

力的重要标志，是创新型人才培养和输出的孵化器，
也是创新性成果输出的基础和土壤。 当前，我国高

等教育虽然办学规模和年毕业人数已居世界首位，
但区域之间高等院校的规模和质量存在着巨大的差

异，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创新成果和创新人才的供

给，影响着各地区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 从表 ３ 看，
２０１９ 年，全国拥有 ２６８８ 所高校，高校 Ｒ＆Ｄ 总人数

为 １２３３１８０ 人，每所高校平均拥有 ４５８ 位 Ｒ＆Ｄ 人

员，发 表 科 技 论 文 １４４７６６３ 篇， 有 效 发 明 专 利

４１４０３２ 件。 在所选省（市）中，每万人拥有高校最多

的省（市）是北京，达 ４．３ 所 ／万人。 北京全部高校拥

有 Ｒ＆Ｄ 人 员 １２８１４６ 人， 占 全 国 １２３３１８０ 人 的

１０．３９％。 北京平均每所高校拥有 １３７７．９１ 位 Ｒ＆Ｄ
人员，全部高校发表科技论文 １３１１１８ 篇，占全国总

量的９．０６％；有效发明专利 ５９４９８ 件，占全国总量的

１４．３７％。 每万人拥有高校量居后三位的省（市）分
别是广东、山东和河南，分别为 １．３、１．４、１．４ 所 ／万
人，只有北京的 ３０％左右；高校拥有 Ｒ＆Ｄ 人员居后

两位的省份分别是河北、河南，分别为３６０１７、３７７４３
人，只占全国的２．９２％、３．０６％；平均每所高校拥有的

Ｒ＆Ｄ 人员，河南居最后一位，只有２６７．６８人 ／所，仅
占北京的２１．４％、全国平均水平的５８．２５％，与人口大

省的地位极不相称；发表科技论文最少的省份是河

北省，只有 ３５３２３ 篇，只有北京的 ２６．９４％，只占全国

总量的 ２．４４％；有效发明专利最少的也是河北省，只
有 ４７６９ 件，占全国总量的 １．１５％，与北京相比，差距

巨大，说明京津冀虽然贵为全国四大科创中心之一，
但内部差距极大，不平衡问题严重。

表 ４　 ２０１９ 年典型省（市）国内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

地区
国内专利申请 国内专利授权

数量（件） 占全国（％） 数量（件） 占全国（％）
北京 ２２６１１３ ５．３９ １３１７１６ ５．３２
上海 １７３５８６ １１．６１ １００５８７ ４．０５
广东 ８０７７００ １９．２５ ５２７３９０ ２１．３１
江苏 ５９４２４９ １４．１６ ３１４３９５ １２．７１
山东 ２６３２１１ ６．２７ １４６４８１ ５．９２
浙江 ４３５８８３ １０．３９ ２８５３４２ １１．５３
河南 １４４０１０ ３．４４ ８６２４７ ３．４８
湖北 １４１３２１ ３．３７ ７３９４０ ２．９９
河北 １０１２７４ ２．４１ ５７８０９ ２．３３
全国 ４１９５１０４ ２４７４４０６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４．区域之间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授权数差距分析

专利数量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以科技创新为

核心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由于大部分创

新发明可以申请专利，并且大部分专利是伴随着经

济用途而产生的，所以专利数量不仅能在宏观或微

观的不同层面反映国家或企业的发明创新活动以及

研发产出、知识产权的拥有量、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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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与经济竞争中的地位，也能较好地反映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部门或技术开发部门的发明和

创新活动状况，从而通过专利数量评估其技术发展

现状，跟踪和预测技术发展的趋势，帮助人们了解相

关产业和技术领域中企业或国家的技术活动及战略

布局，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提供参考，为企业的决策

者把握特定技术的开发、投资方向以及制定企业专

利战略等方面提供依据。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我国发明

专利数量居前几位的企业分别是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京东方科技集团、ＯＰＰＯ 广东移动通信和中兴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等。 从表 ４ 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９ 年，
在所分析的省（市）中，广东、江苏两省国内专利申

请数最多，分别为 ８０７７００、５９４２４９ 件，分别占全国的

１９．２５％、 １４．１６％； 两省获得的国内专利授权数也分

别排第一和第二位，分别为 ５２７３９０、３１４３９５ 件，分别

占全国的 ２１．３１％、１２．７１％。 尤其是广东省，无论是

国内专利申请数还是获得的国内专利授权数，都居

我国第一位，不愧创新型大省称号。 而河北、湖北和

河南位居后三位，专利申请数分别只占全国的

２．４１％、３．３７％和 ３．４４％，获得专利授权数分别只占

全国的 ２．３３％、２．９９％和 ３．４８％，与创新强省广东省

相比，差距很大，专利申请数分别只有广东省的

１２．５２％、１５．５３％和 １７．８７％，获得专利授权数分别只

有广东省的 １０．９３％、１４．０３％和 １６．３３７％，说明其创

新的竞争力和活力比较低。 联系到表 ３ 中高校数量

排名，广东省每万人拥有高校的比例低于上述三个

省，也可以得出结论，高校的数量并不一定和创新实

力成正比，高校的质量和其他因素也可以产生很大

影响，需要我们综合考量。
表 ５　 ２０１９ 年典型省（市）高技术企业及规模以上企业创新活动

地区

高技术产业生产经营情况 规模以上企业开展创新活动

企业数（个） 营业收入
（亿元）

企业平均收入
（亿元 ／ 个）

开展创新活动
企业数（个）

开展创新合作的
企业数（个）

创新合作企业占
全部企业的比重（％）

北京 ８５３ ５８５０ ６．８６ １２６９０ ５３０２ １８．８
上海 １１１１ ７４３８ ６．６９ １３０６３ ６１５７ １８．７
广东 ９５４２ ４６７２３ ４．９０ ５６４１９ ２６７９９ ２３．３
江苏 ５１１１ ２３９６４ ４．６９ ４８９７３ ２２７３８ ２５．７
山东 １５６４ ５９１１ ３．７８ ２２６２３ ９６９３ １８．３
浙江 ３１５０ ８３８４ ２．６６ ４２２０３ ２２４１９ ２７．５
河南 １１０６ ６１１８ ５．５３ １５１５０ ５９９９ １５．０
湖北 １２３０ ４４３４ ３．６０ １４５３５ ６４９２ ２１．２
河北 ６７０ １５７６ ２．３５ ９１３５ ３６３１ １５．８
全国 ３５８３３ １５８８４９ ４．４３ ３６３４２２ １６４１８３ ２０．４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５．区域之间高技术产业及规模以上企业创新活

动差距分析

高技术通常是建立在最新科学成就基础上的技

术，具有技术变化快速、产品寿命周期短、产品性能

和工艺技术改进快等特点，高技术处于不断完善、不
断发展的过程中，因而高技术产业的基本特征就是

创新性。 其创新性一旦被市场所接受，不仅能带来

高收益，也推动着人们持续不断地进行创新，从而加

速推动着全社会的创新进程，所以，高技术产业是一

个国家或区域创新实践的重要载体和创新能力的重

要体现。 从表 ５ 看，２０１９ 年，我国拥有 ３５８３３ 个高

技术企业，营业收入为 １５８８４９ 亿元，规模以上企业

开展创新活动的有 ３６３４３３ 个。 在我们所分析的省

（市）中，拥有高技术企业数量最多、企业营业收入

最高的省份是广东省，分别为 ９５４２ 个、４６７２３ 亿元，

分别占全国的 ２６．６３％、２９．４１％，企业平均收入为 ４．９
亿元，高于全国 ４．４３ 亿元的平均数。 拥有高技术企

业数量最少、企业营业收入最低的省份是河北省，分
别为 ６７０ 个、１５７６ 亿元。 河北高技术企业数量、企
业营业收入只有广东省的 ７．０２％、３．３７％，只占全国

的 １．８７％、９．９２％，企业平均收入只有 ２．３５ 亿元，远
低于全国４．４３亿元的平均数。

以上我们通过特定区域的选择，用具体的量化

数据，分析了区域之间 Ｒ＆Ｄ 投入及强度差距、区域

之间科研人员与科研机构拥有量差距、区域之间高

等院校及科研人员和科研产出差距、区域之间专利

申请数和专利授权数差距、区域之间高技术产业及

规模以上企业创新活动差距等五个方面，从而全面

剖析了我国区域创新现实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 从

五个方面的分析来看，虽然我国部分区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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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较快，但是地区间创新能力差距在日益扩大，区
域创新发展的不平衡程度有所加深，区域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面临着挑战，到了需要重视研究和注意矫

正的程度。

二、“双碳”行动下矫正区域创新发展

不平衡需要澄清的几个认识问题

　 　 由于创新是一种持续漫长的把知识变成价值

的、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是从绵绵不断的创

意变成可以创造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产品体系的

过程，更是新思想产生，经过研发、制造、营销的系统

过程。 人类的美好生活取决于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

量，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创新的竞争力的高低。
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早已意识到，只有创新才能不断

刺激和带动经济增长，只有通过创新才能推动产业

结构的不断升级、提高国家竞争力，因此创新引致的

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被世界各国和

地区高度重视，而各国各地区由于创新的加速，都程

度不一地存在着区域创新的差异和不平衡问题，并
间接地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 为了促进区域

的协调发展，并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关注

区域创新的不平衡现象，缓和乃至矫正区域创新的

不平衡问题。 矫正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问题其实是

一个缓和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过程，需要对区域

创新发展不平衡现象有科学、准确、客观的认识，防
止对“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认识的偏颇，客观上需

要准确界定与“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相关的几个

问题，在认识上和实践中需要澄清以下四个方面的

问题。
１．“双碳”行动对区域创新不平衡的形成有一定

的影响

一方面，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与区域创新和区域

发展密切相关。 国际组织的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科
技创新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是解决碳达

峰、碳中和问题的关键，所以，碳中和本身也是一场

科技创新的竞赛。 早在 １９９０ 年，联合国启动了政府

间全球气候变化谈判，１９９２ 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１９９７ 年通过《京都议定书》，２０１５ 年

达成《巴黎协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先

后实现了碳达峰，其中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其实现碳

达峰的重要支撑，因此，创新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实现的重要因素。 既然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世界各国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共同行动，本质上是能源生产、
消费和科技革命，是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更多地

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支撑人民群众生活

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需要，支撑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所以，“双碳”行动与创新密切相关，前
者的实现需要创新作基础，后者的进步可以加快前

者的实现。 另外，通过创新驱动转型已经成为我国

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在资源约束加剧、人口红利减

少、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创新驱

动解决发展转型问题，只有通过全面创新，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当前区域经济的发展在世界经济发

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区域已经被认为是创新

和创新生产最基础的网络节点，尤其是在企业、产业

和国家竞争的成功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思想创造性

运用的时候。 但是，由于支持创新的能力存在着差

距，加上创新活动的地域化不断加剧，使本已存在着

的区域之间的不平衡越来越大，区域之间的创新能

力差距也越来越大。 在同一“双碳”目标下，由于区

域的创新能力不同，导致符合“双碳”目标的创新实

践活动也存在着差距。
２．矫正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并不等于实现区域

创新的同步同等发展

由于创新竞争力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
各区域经济地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也有高有低、
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区域创新要素的布局和创新能

力也存在差异，因此，区域中不可能存在创新能力绝

对同等水平、创新资源和要素绝对相等拥有、创新成

果和成就绝对一致的绝对均衡，而是相对均衡、相对

平稳、有先有后的发展。 所以，缓和并矫正区域创新

发展不平衡现象并不是要绝对完全地实现区域创新

的均衡发展，更不能强求同步同等发展。
３．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

而不是异态

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

态而不是异态，我们所要实现的是区域创新发展的

相对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让区域创新发展不

平衡发展到高度不平衡乃至失衡状态，从而造成创

新要素分布的过度分化和差距的过分悬殊。 由于经

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因此，在统一的经

济体内，如果各区域创新要素、创新成果差距过分悬

殊，就会进一步拉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进而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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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影响经

济社会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实现区域创新发展的相

对平衡，可形成更多新的创新增长点、创新增长极，
从而在多区域推进科技创新并在其他各方面实现创

新，使更多战略性新兴产业率先兴起、新动能加速形

成，从而使我国经济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在危机中寻

求转机、在转型中谋求发展，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重要支撑。
４．缓和区域创新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依靠创新

驱动不断促进区域发展的长期过程

缓和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目的是促进区

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允

许存在一定差距前提下的不断修正、不断实现共同

发展的、长期的过程。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

题是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不足的短期原因之一是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其最根本的原因却是供

给结构老化。 要促使我国经济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

之路，一方面，需要加大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力度，引导社会和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通过持续不

断地创新引领供给结构升级，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

化，依靠创新驱动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从而不断提

高科技创新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需
要加快破解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落后制约

转型的难题，推动相对落后的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促进创新能力相对较低的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加
大对创新能力不足地区的援助力度，调动发达地区

科技创新资源积极性。 这是一个长期、漫长而持续

的过程。

三、缓和并矫正我国区域创新发展

不平衡问题的对策建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

标，即到 ２０２０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 ２０３０ 年跻

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 ２０５０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

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就我国来

讲，我们现在进入向第二个目标迈进的时期，也就是

要努力赶超发达国家先进创新群体。 目前，我国的

创新正处在超越的转折点上，我国科技创新从整体

实力上已经逼近世界前 １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和成渝四大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工作正有条不紊地

向前推进。 但是，仅有四个创新中心是远远不够的，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两个目标的实现，要求形

成多个创新的增长极，这就需要注意缓和乃至矫正

我国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区

域创新面临着来自国家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的发展

机遇：一方面，国家不断出台一些区域性的政策，全
力打造我国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力图形成若干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可复制可推

广的区域创新样板，并建设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另
一方面，各地区利用本地区特色资源和在全国创新

中的地位，不断推出各具特色、符合地方发展实际和

发展需要的创新政策和战略，希冀不断提升自身创

新能力，通过技术创新驱动发展，通过深化改革带动

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经济发展新高地。 今后，
需要在符合“双碳”目标的背景下，持续推进我国的

区域创新发展，同时注意缓和并矫正区域发展的不

平衡问题，实现区域创新的协调和健康发展。
１．更新认识，跳出狭隘的区域创新理念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

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树立新发展理念，实
现区域创新的协调发展，前提和基础是思想和观念

的正确、不走偏差。 为此，要防止两个方面的认识误

区：一是防止在区域创新中忽视碳达峰要求和碳中

和实现目标。 “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科技创新作

重要保障，同时，未来实现碳中和目标和发展方式的

根本性转变也需要创新作有力支撑。 所以，任何科

技创新目标的制订、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等都要以

实现“双碳”目标为基础和前提。 二是防止在思想

深处将区域创新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对立起来。 一

般来说，人们对创新理念的理解是指企业或个人打

破常规，突破现状、敢为人先、敢于挑战未来、谋求新

境界的思维定势。 要正确处理其中的竞争与合作关

系。 由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各个国

家和各个区域之间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角逐、
争夺或竞争，而禀赋各异的各个区域又在忙着打造

自己的创新优势，所以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区域

创新发展中的竞争与合作对立起来，从而成为解决

区域创新不平衡问题的观念障碍。 应该认识到，竞
争确实能激发创新主体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但也容

易滋生不利于区域创新合作体系形成的行为后果，
从而损害各地区的创新发展，所以，区域之间的创新

发展既要有良性的竞争，更需要一种合力、一种互

动，相互包容，加强合作，协调运作，建立起相应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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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范和有效的区际协调机制，保证创新的健康

发展。
２．挖掘优势，选择符合本区域的创新发展模式

早在 ２０１２ 年，为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充
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中共

中央、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

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快建立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充分发挥地方在区域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 区域应根据

自身已有条件和潜在优势等具体情况，选择区域创

新发展模式，形成新的区域创新中心，寻求区域发展

的新动力，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达到科技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 如在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强，世界迎

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如何实现自身未来发展

是摆在所有国家和地区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和现实

课题。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中部地区要“创新能力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建立，全社会研发经费

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截

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中部六省没有一个省份的 Ｒ＆Ｄ 投

入及强度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为了不辜负国家对中

部地区创新发展的厚望，中部六省纷纷提出了创新

发展的新目标。 河南要激活创新发展动力源，形成

一种新的创新生态；湖北要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湖南要发挥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乘
势而上；山西要将“双碳”的战略导向和目标要求贯

穿于改革的全过程；安徽要进一步发挥科教优势，推
进科技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江西要加大重大关键

技术攻关力度。 落后区域如果都能充分挖掘自己的

创新优势，不断增强创新的能力，提升创新的竞争

力，将会缓解我国区域创新的不平衡问题。
３．调整政策，形成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格局

政策支持是加快科技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条

件，也是调整创新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手段。
一方面，创新资源的适度集中可以更好地发挥

聚集效应，有利于创新中心的形成和创新成果的产

生；另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需要更多有利于创新

增长极形成的创新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从而

避免区域创新发展的进一步失衡和差距的过分扩

大。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些创新资源和要素过度集

中，有碍于创新驱动区域的协调发展。 如就高校及

科研机构的空间分布来说，全国知名重点院校及中

国科学院等国家级研究机构云集北京，创新资源过

于集中首都地区。 如果能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调
整高校及科研机构的配置格局，促进人力资源在区

域间的供给平衡，将有利于区域创新的协调发展。
再从推动区域创新中心形成的政策支持来讲，为了

实现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在推动区域创

新中心不断强大的同时，还要注意调节不同区域的

政策支持力度，将优惠政策适度向落后地区倾斜，鼓
励更多的科技创新企业在相对落后的区域投资发

展，从而加速相对落后区域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

距，协调区域之间的发展。
４．突破障碍，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创新

体系

为充分发挥我国一些地区创新能力水平高的科

技资源优势，建议以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为目标

导向，在明确各地区不同创新优势的前提下，以国家

政策为引导，以有利于区域创新协调发展为原则，深
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相关地区强化分工

与协作，建立跨区域的协同创新体系。 如京津冀地

区，可以发挥北京科技创新资源丰富、天津研发转化

能力突出、河北转型发展势头良好的优势，明确京津

冀三地科技创新互补、分工与协作的功能定位，重点

强化分工与协作，发挥北京创新能力高的优势，带动

创新资源较弱的河北，解决该区域内部的不协调、创
新差距大的问题，将京津冀内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

构建起来，提升京津冀区域整体实力与综合竞争力，
使该区域成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
５．积极探索，建立合作共赢的创新合作模式

探索建立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合作创新体系，
从而有效降低知识流动以及技术能力积累、获取和

转化的成本，提升多地区、多区域不同创新主体的合

作行动能力。 一是可以突破创新主体间壁垒，充分

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在合适

的区域、合适的新兴产业领域建立创新战略联盟，显
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效率。 二是中央政府部门充

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调控各地区创新发展资源，有
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从而完善创新要素

流动机制，促进创新要素的共享和有序流动。 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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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政府和创新主体之间注意建立合作、协作机

制，完善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升级的机制，促进各地

区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升级，推动区域创新由不平衡

转向平衡，最终合力建成一种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

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创新合作模式，提高我国整体

的创新能力，化单个区域创新的优势为区域合作的

整体优势，最终实现创新的协调发展。
６．深化改革，完善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的体制

机制

目前我国区域创新不协调、区域创新分化的态

势比较明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市场经济和区

域创新的发展规律，但是如果任由这种状况继续发

展下去，就会导致区域创新发展的失调和失衡，损害

我国整体创新的效率和质量，进而影响我国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 由于促进创新驱动的关键是深化改

革，解决区域创新不平衡问题的关键也是深化改革，
所以解决区域创新不协调问题，增强区域创新发展

的协调性、联动性和整体性，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扫除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

鼓励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鼓励区域创新

体系体制机制创新；克服目前区域创新中分散封闭、

交叉重复等现象，提升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水平；建立

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全社会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推进各区域创新的深度

合作与协作，最大限度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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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以高水平生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许 广 月　 　 　 薛 　 栋

摘　 要：黄河流域作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生态廊道，对于保障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意义重大。 因此，以高水平生态

保护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成为该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关键切入点。 目前，黄河流域面临着环境治理成

效不显著、绿色科技创新能力较差、能源结构缺乏合理性等现实问题。 为此，需要强力践行生态优先理念，强化生

态共建机制建设，探索生态治理新模式，推进绿色产业建设，加大绿色创新投入，使黄河流域逐步实现人与自然高

度和谐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黄河流域；高水平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０２６－０７

一、引言

黄河流域不仅是新时代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区

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阵地，还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窗口和关键地区。 为

此，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作出重要讲话，提出“保护治理黄河责

无旁贷、发展改造黄河义不容辞”①，为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路径和价值

导向。
学术界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也进

行了系列研究。 郭晗、任保平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治理和水资源保护的治理路径与实施框架。②

金凤君、王金南提出了构建“三区七群”的协调发展

格局，加快制定实施分区分类的生态保护修复制度

以及科学合理地实行黄河分水方案等对策。③张贡

生、卢硕等学者以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从

多个维度研究剖析环境规制下的流域经济带建设和

沿线产业体系构建与转型。④陈耀等论述了生态保

护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和推进方

略。⑤在探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上，任保平分析了经济增长、生态治理和高质量发

展之间的耦合关系，徐辉测算评估了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水平和空间分布格局。⑥于法稳和方兰对黄

河流域的自然与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阐
述了黄河战略对于保障我国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

重大意义。⑦现有文献较多关注于黄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的理论内涵、重大意义和推进策略，针对生态保

护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通过高水平生

态保护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所存在的突出问题

和实现路径的研究较少。 基于此，本文将从黄河流

域高水平生态保护的现状特征与存在的问题入手，
探讨高水平生态保护推动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逻辑机制和起到的关键作用， 提出推动落实生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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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加快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和实施

路径。

二、高水平生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制

　 　 为了更好地实现高水平生态保护对黄河流域发

展的驱动作用，必须要提高生态保护水平，要以治

理、约束、联动为思路，搭建“基础－生态环保优先、
支撑－发展约束、协同－互联互通”的实施框架，强化

顶层设计，科学制定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各类区域

的生态布局、功能定位、保护目标，积极开展生态环

境的保护、修复、建设，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的协同治

理与保护；加大生态环境新技术的应用，同时强化司

法协作，发挥法制的保障和约束作用，不断推进依法

治河；打通跨区域生态协作渠道，建立省域协商合作

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探索建设黄河流域生态绿色

一体化示范区。
只有筑牢高水平生态保护之基才能实现黄河流

域的高质量发展，为了进一步厘清高水平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构建了以高水平生

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制概念模

型（如图 １）。

图 １　 高水平生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制

　 　 １．高水平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

现和谐发展

高水平生态保护可以通过促进人与自然的高度

和谐共生，实现黄河流域的和谐发展。 因此，必须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良好的生态环境

当作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要求。 第一，黄河流域

必须“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决不能脱离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谈发展，也不能偏离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搞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科学理解“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

含义，杜绝以资源和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竭泽

而渔的发展方式，把以往“征服黄河、征服自然”的

冲动思想，转变为“保护黄河，改善自然”的理智认

识，做到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 第三，全面落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在保护中谋

发展，利用创新改革带动黄河流域自然资源优势的

发挥，推动特色产业发展，赋予黄河流域的资源要素

以新活力。
２．高水平生态保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创

新发展

高水平生态保护倒逼黄河流域产业转型与升

级，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第一，产业结构的合理

化有利于降低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程度，提高资源的

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 第二，产业升级是高水平

生态保护的内在要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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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的产业转型提出了绿色化、智能化的新要求。
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始终把创新作为引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动力，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加快

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黄河流域以传统动能为主的

产业结构有悖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各行业要依托

新旧动能的转换实现自身转型，通过产业创新带动

能源、技术结构的转型与升级。 以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实施为抓手，培育壮大一批新能源和清洁环保

型产业。 第三，黄河流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已近饱

和，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原因之一，必须坚持以水定策、量水而行，倒逼企业

采取更加有效的节水措施，进一步推动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
３．高水平生态保护驱动空间合理布局，实现协

调发展

在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基于传统

工业时代而形成的区域生态和经济格局将会被重

塑，流域内的生态空间和经济关系的含义也将发生

相应的变化。 一方面，它赋予了生态产品极为重要

的价值和地位，这丰富了原有的只包括工业产品、农
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最终产品体系，对发展空间的

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既要

考虑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空间需求，也要重视生态

空间的合理布局。 另一方面，黄河流域空间的合理

发展是经济发展在生态层面的拓展和延伸，体现在

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还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区域可

持续发展。 因此，黄河流域应该按照整体性、系统

性、协同性的总体要求实现黄河全流域空间范围内

的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均衡，并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通过划分不同的子区域来提供不同类型的产

品，推动形成差异互补的格局。 从外部空间布局来

看，可将黄河流域按照协同保护、共同发展的建设思

路重点划分为四种区域，即禁止开发区的高质量发

展区域、限制开发区的高质量发展区域、优化开发区

的高质量发展区域和重点开发区的高质量发展区

域。 从内部空间布局来看，要充分考虑生态保护与

经济发展的双向影响，明确流域内各区域的责任和

功能定位，重塑其分工，促进流域沿线城市群和都市

圈的快速崛起，提高黄河流域的空间布局层次，并通

过生态空间的扩张和跨区域生态补偿等途径，推动

黄河流域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的互相

转化。
４．高水平生态保护要求能源清洁化调整，实现

绿色发展

促进能源的清洁化和能源结构的合理化转型，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黄河流域高水平生态保护实

现重大突破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不仅为黄河流域的生态文明建

设注入了强大动力，还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指引了道路。 《建议》指出，黄河流域要深入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

绿色转型，强调了能源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在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和战略意义。
因此，在高水平生态保护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的过程中必将实现能源结构转型以及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建立。 这需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
做好黄河流域清洁能源的开发工作，充分利用中上

游地区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下游沿海地区的

潮汐能等清洁资源，并推动黄河流域生物质能、地热

能和水能等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其二，提高清洁再生

能源的利用效率，以黄河流域的科学技术创新为支

撑，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相融合，
对黄河流域的重点产业和领域进行绿色化改造升

级。 这既为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任务的完成

贡献黄河力量，也是黄河流域实现其高质量发展的

必经之路。
在以高水平生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同时，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也必须要能动

地适应高水平生态保护的要求。 因此不仅要以保护

促发展来实现全面转型，还要以发展促保护来提高

生态治理能力，通过两者之间的螺旋式升级，最终达

到协同式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这就要求黄河

流域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必须要契合生态文明理念，
超越传统工业文明思维下对“效率”的定义，回归发

展的“使命”与“初心”。 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视

角出发，以机会成本、隐性成本、外部成本、长期成本

为约束，重新思考和定义黄河流域发展高质量的内

涵，用生态文明思维促进高质量发展对高水平生态

保护的能动适应，重塑黄河流域的经济体系以及区

域经济格局，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文明新

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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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水平生态保护驱动高质量

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

　 　 黄河流域的自然资源承载力有限、生态系统脆

弱，黄河流域沿线地区多年采用粗放发展模式，尚未

形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模式和共同

保护、协同治理的统一框架，增加了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的复杂性，在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诸多

的现实问题。
１．环境治理成效不显著

高水平生态保护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和保障，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良好环境的基本诉求。
然而，黄河流域长期粗放式发展不仅严重破坏了生

态系统，还产生了一系列棘手的环境问题。 一是大

气污染治理的形势依旧严峻。 ２０２０ 年，宁夏、山西、
陕西、河南和山东的 ＰＭ１０的年平均浓度均高于国家

标准，除宁夏外其余四省的 ＰＭ２．５年平均浓度还远高

于国家标准。 另外，黄河流域 ９ 个省（区）的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也仅为 ８２．７％，其中有 ５ 个地区未达到

全国 ８７．０％的平均水平，而长江流域的平均优良比

例为 ９０．６％，只有安徽和江苏两个地区未达到全国

平均水平。⑧《２０２０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

显示，在全国空气质量排名后 ２０ 位的城市中，有 １６
个城市属于黄河沿线省（区）。 二是水体环境不容

乐观。 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监测的 １３７ 个水质断面中

虽然已不存在劣Ⅴ类，但Ⅴ类和Ⅳ类水所占的比重

分别为 ２．９％和 １２．４％，高于全国 １．５％和 １０．８％的平

均水平，而Ⅰ类水只占 ６．６％，比全国流域的平均水

平低了 １．２ 个百分点。 三是水土流失问题较为突

出。 《２０１９ 年中国水土保持公报》的数据显示，黄河

流域 ９ 个省（区）的水土流失面积高达 １２２．７７ 万平

方公里，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 ４５．３％，特别是中上

游的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的重灾区，其水

土流失面积在流域内部超过了 ９０％。 此外，黄河流

域水土流失面积为 ２６．４３ 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

的 ３３．３％。 由此可见，环境治理成效不显著限制了

黄河流域高水平生态保护的脚步，阻碍了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２．绿色科技创新能力较弱

众所周知，绿色科技创新是促进黄河流域生态

文明建设、推动高水平生态保护的强大动力。 然而，
黄河流域的绿色科技创新能力较弱，缺乏有力的创

新驱动机制。 对绿色科技创新活动的研发投入、创
新产出等方面的支撑不足。 第一，科技创新投入力

度小，区域差异较大，以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来代表

地区科技创新投入水平，流域内只有山东可以超过

全国和长江流域的平均水平，四川、陕西、河南的投

入力度处于中等位置，接近于全国和长江流域的平

均水平，其余地区则远低于流域内部的平均水平。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黄河流

域各地区的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明显偏低，除陕西和

山东外，其余省（区）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第

二，黄河流域的科技教育水平低，高等教育存在较多

不足，不利于人才的孵化与输送。 中国教育部网站

发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数据显示，从高校

数量来看，黄河流域沿线地区的“双一流”高校有 ２６
所，仅占全国的 １８．９８％，而长江流域则有 ４８ 所，占
比达到了 ３５．０４％。 第三，创新产出较少，绿色科技

创新的成果严重不足。 ２０２０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黄河流域在创新产出方面

存在明显短板，其平均专利申请数量只占全国平均

水平的 ６０％至 ６５％，仅占长江流域的 ５０％至 ５５％。
“绿色、环保、生态、低碳”的专利数量一般可以反映

绿色科技创新的效率，衡量对高水平生态保护的重

视程度。 虽然黄河流域近年来的绿色科技创新效率

以及对生态保护的力度逐年提高，但整体不及长江

流域的 １ ／ ２，并且在“绿色”“生态”和“环保”方面的

研究与长江流域相比亟须加强。 同时黄河流域各项

专利的数量也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对绿色科

技创新和生态保护的重视不足，严重缺乏对于“低
碳”方面的关注和投入。

３．能源结构清洁化程度较低

黄河流域能源结构不合理和能源效率不高问题

凸显。 在能源结构方面，２０１９ 年，黄河流域 ９ 个省

（区）能源消费总量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３３．６１％。
其中煤炭消费量 ２１．４９ 亿吨，占全国煤炭消费总量

的５３．４７％，而用于火力发电和炼焦的分别为 ９．３６ 亿

吨和 ３．８８ 亿吨，由此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和二氧化

硫等煤炭燃烧有害物对周边地区造成了严重影响。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黄
河流域工业部门电力消费占终端消费的平均比重为

７４．９２％，高于全国 ６６．２２％的整体水平。 工业部门的

煤炭消费更是居高不下，在全国工业部门的煤炭消

费中占比达到了 ５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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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效率方面，《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的
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黄河流域整体的万元 ＧＤＰ 能源

消耗、煤炭消耗和电力消耗 ３ 项指标偏高，除四川、
陕西、河南外，其余 ６ 个省（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特别是宁夏、内蒙古和山西等能矿资源丰富的地区，
３ 种单位 ＧＤＰ 能耗指标分别为全国的 ２－４ 倍、４－６
倍、２－３ 倍。 在高水平生态保护的驱动下，黄河流域

的能源结构和利用效率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４．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水资源严重短缺是黄河流域面临的最主要的资

源困境。 流域内部水资源分布不均，区域差异明显，
各地区自产水资源量极其有限，整体利用难度较大，
经济社会发展已严重超过了水资源承载力，水资源

供需矛盾极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水资源利用结构不合理，《２０１９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
数据显示，黄河流域用水总量约占全国的２１．２８％，
其中农业用水占 ６６．６２％，高于全国 ６１．１６％的平均

水平；工业用水仅占 １２． ７１％，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７．５１个百分点。 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
中上游地区多个省的单位 ＧＤＰ 和单位工业增加值

的用水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是区域水资源短缺

难以满足发展的需求。 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是能源

重化工业的集中地带，能矿资源丰富，规划建设了化

工基地、化工园区等产业集聚区，在传统化工产品基

础上，通过产业升级转型，探索发展了多种符合市场

需求的煤制产品。 水资源作为煤化工业等能源重化

工业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其供给不足严重限

制了中上游地区的发展。 因此，国家对黄河流域此

类产业的发展一直都持谨慎态度。 三是水资源过度

开发，黄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近 ８０％，比国际

通用的流域水资源开发标准高 ４０ 个百分点。 一些

地区私建黄河取水工程，更有一些地区利用引黄灌

溉的重要工程进行人工造湖，导致大规模农田一直

享受不到黄河水灌溉的便利。
５．绿色发展条件尚未全面形成

黄河流域近年来不断加快调整产业体系，进行

产业升级，除陕西外其他省域的产业结构均实现了

由“二三一”格局向“三二一”格局的转变。 但是，黄
河流域的产业结构层次与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相比，
差距较为明显。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数据显示，
２０１９ 年，全国和长江流域的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

７．１ ∶ ３９．０ ∶ ５３．９和７．３ ∶ ３８．７ ∶ ５４．０，而黄河流域为

８．８ ∶ ４０．５ ∶ ５０．７，黄河流域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

比重偏高，第三产业的比重远低于长江流域以及全

国平均水平。
黄河流域的重工业多、轻工业少，旧动能多、新

动能少的特征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以初级加工业、
制造业和能矿资源采掘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在黄河

流域的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中国统

计年鉴 ２０２０》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资源开采及其加

工业在黄河流域的比重达到了 ４５．５１％，远高于长江

流域和全国平均水平，甘肃、山西等中上游地区的资

源开采及其加工业的比重甚至超过了 ６０％；２０１９
年，黄河流域的重工业平均占比为８３．５１％，而战略

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基本不

超过 ２０％。 中上游地区工业体系中煤炭、有色、非
金属、化工等行业的占比较大，这是高水平生态保护

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之一。

四、以高水平生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的具体策略

　 　 为彻底解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过

程中面临的问题，应采取适宜的高水平生态保护策

略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体包括以下 ５ 个

方面。
１．践行生态优先理念，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城市

基础

城市是黄河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高水平生

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流域

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 黄河上游城市要对区域内

过度开采所带来的生态破坏进行全面修复，再根据

不同的地貌及土地裸露情况，宜林则林、宜耕则耕，
全面提升水源的涵养能力；中游地区土质松软、植被

覆盖度较低、水土保持能力差，应重点推进生态廊道

建设，加强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因地施策，协同推

进退耕还林还草和湿地恢复工作，要加大对支流污

染和区域大气污染的治理力度，对高污染、高耗能企

业进行搬迁改造，并鼓励企业建设智能工厂、绿色工

厂，加快智能化环保设备的升级，提高生产废弃物的

处理效率，走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下游地区河道较

为平缓，沿线地区要通过发展生态经济、建设生态农

业来不断完善黄河下游的生态系统、提高生物多样

性。 建设黄河生态友好型城市，必须要把系统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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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性贯穿于整个生态保护和环境规制中，培育形

成绿色发展体系，为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第一是根植绿色理念，提高治理力度。 提高环

保考核标准，严格管控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三高”项
目和企业投入生产，以适当的激励和约束政策引导

人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向绿色节能、低碳环保方向

转变，从根本上培养人们的低碳思维。
第二是科学规划生态发展方向，推动人水和谐

发展。 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这
一理念，流域地区要根据自身的区位和自然禀赋特

征来构建创新型绿色宜居城市空间，并建立协调、开
放、共享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区域治理框架，不断完

善流域综合管理机制。
２．完善生态共建机制，保障高质量发展的生态

安全

首先，统筹规划黄河流域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

区、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的生态保护路径，提高

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效率，加大对工业园区、自然保

护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监控力度，深化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的共建共治共享。
其次，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一体化建设。 要在治

理模式上形成区域生态联合保护以及分级管控机

制，加强区域内外生态环境的管理和协同机制建立。
在空间分布上形成由西向东的横向沿黄生态保护格

局以及黄河两岸南向北向的纵向生态协同治理

格局。
最后，创新资源配置思路。 优化黄河流域资源

利用结构与空间配置，建立水资源长效保护机制和

高效利用体系，确立水源、水质、水量、水生态“四位

一体”的流域水资源安全配置模式，协同建立科学

有效的水资源利用预警和监测报告机制，加快制定

各级政府间的水权转让与交易制度，促进有限的资

源能高效合理地分配到各个地区。
３．探索生态治理新模式，激发高质量发展的绿

色活力

第一，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不
断完善黄河流域资源使用权、排污交易权等市场化

生态补偿方式，在现行环境保护税收政策的基础上

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增收生态补偿税。 同时构

建中央支持的、以地方为主的横向跨域财政转移补

偿机制。 在生态治理方面，贯彻“谁污染谁治理，谁
受益谁补偿”的原则，通过各类补偿性资金的统筹

调配，支持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建设工作，弥补

发展带来的破坏。 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要积极

利用生态共建、转移支付、对口协作等补偿方式建立

利益协调约束机制，加大对上中游生态产品和服务

的扶持力度，限制下游的无序、粗放式发展。 此外，
建立差异化的考核制度，加大对绿色发展模式的奖

励、对粗放型发展模式的惩罚力度，始终遵循“量水

而行”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第二，坚持市场化策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的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对生

态保护领域的资源调控作用。 一是政府牵头设立专

项基金，加大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力度，引导资金

投入到黄河流域的生态修复、保护和建设等领域。
二是将政府购买和招投标的方式应用于黄河流域的

重大生态系统工程中，鼓励资质良好的企业对黄河

流域进行高水平生态治理，政府出资购买合格达标

的生态产品，使社会资本投入生态建设的同时实现

经济收益。 三是政府科学合理规划可开发区域，支
持企业进行生态重建和保护型利用，通过采取特许

经营权的方式，鼓励企业自愿进行生态保护。
４．推进建设绿色产业，积极融入生态保护新

格局

第一，以生态保护驱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
求黄河流域逐步构建生态与产业相互融合的生态经

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生态保护的统一。
沿线地区要利用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优势和便利条

件，助力生态农业的发展，提高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

效率，加强粮食安全保障力度，同时推广特色有机生

态农业品牌，以此为基础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与二

三产业的转型升级相结合，巩固产业体系的现代化

建设。
第二，以《建议》为指导，加快第二产业尤其是

工业部门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培育

壮大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

业，推广清洁生产方式。 在生态工业园区和生态型

城镇的规划过程中，努力形成一批环境友好型生态

企业，紧紧围绕“碳达峰” “碳中和”的控制目标，以
推进绿色循环的新型工业化建设为重点，实现产业

与资源环境相适应，推动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重

点打造以绿色金融、绿色商业和绿色交通等为主的

现代化服务业，倡导集约高效的绿色发展方式，内外

联动促进第三产业新旧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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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加大绿色创新投入，畅通科技生态转型道路

针对黄河流域的绿色研发投入力度小、产出能

力弱、文明建设缺乏动力等问题，亟须提高全流域的

绿色科技创新水平，畅通黄河流域绿色可持续发展

道路。
第一，加强全流域协同创新合作，提升绿色科创

能力。 各地政府应通力合作，突出高校和科研机构

的主力军地位，在黄河流域规划建设国家级的绿色

产业创新中心、绿色科技研发中心等开放协同型创

新平台，为各地区和各领域的联动协作搭建桥梁。
第二，提高绿色科创投入力度，促进黄河流域生

态转型。 沿黄地区政府要在经费划拨方面给予支

持，并出台一系列绿色科创优惠补贴政策，降低个人

和集体的绿色科创成本，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
打造“政企社”联合的多元化投资体系，带动社会资

本对绿色科创进行合理有效的投资。
第三，重视人才培育，提升绿色科创能力。 黄河

流域各地区教育部门应在大气、水环境、土壤污染治

理和低碳清洁技术应用等领域对人才进行重点培养

和引进，在政策和待遇上适当倾斜，努力形成良好的

绿色科创人才培育模式。
第四，健全绿色科创体系，保障绿色科创成果。

必须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从制度和法律

层面上对绿色科创成果予以保护。 引导鼓励消费者

和生产者选择绿色创新产品，使用绿色创新技术。
此外还要注重绿色科技创新与区域特征相适应，形
成完整的黄河流域科技创新体系，支撑高水平生态

保护驱动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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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进程、逻辑与展望∗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崔 宁 波　 　 　 范 月 圆　 　 　 巴 雪 真

摘　 要：探究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脉络和内在逻辑是持续推进保护性耕作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制度变迁理论视域

下，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大致经历了“政策孕育—政策萌芽—政策发展—政策细化”四个变迁阶段。 从政策变迁逻

辑来看，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行动团体由中央政府这一初级行动团体和地方政府、农业经营主体、科研联盟等

次级行动团体构成，且在外部诱因“经济体制变革”和内在动力“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下，保护性耕作政策基本遵

循强制性与诱导性相互配合的变迁方式。 基于对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主体、动因、方式的初步阐释，展望未

来，需要从厘清行为主体权责、采用重点突破方式、拓宽民主参与渠道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保护性耕作政策。
关键词：保护性耕作政策；制度变迁理论；变迁进程；逻辑；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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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要资源保障。 长期以来，由于“重用轻

养”的掠夺式耕作方式，耕地地力慢性减退、生态服

务功能变弱等现象日益凸显。 保护性耕作技术作为

耕地地力提升和农田生态修复的重要手段，对耕地

可持续利用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此，我国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引进保护性耕作技术，并陆续出台包括

法规、部令在内的百余部政策文件大力推广。 截至

２０１８ 年，我国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面积达到 １．２４ 亿

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６．１３％，充分彰显了政府主

导保护性耕作发展的制度优势。 然而，我国保护性

耕作发展形势并不乐观，行为主体权责界定不清晰、

技术创新动力不足、民众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层出不

穷。 作为贯彻保护性耕作发展的重要工具手段，保
护性耕作政策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发挥

着直接的“指挥棒”作用，如何通过政策设计诱引农

业经营主体的采纳行为，推动保护性耕作在全国范

围内大面积应用，将是政府当前和未来工作的重要

任务。
回顾学术界对保护性耕作政策的探索历程，相

关研究多以保护性耕作技术发展进程为依据，聚焦

于技术模式变化历程和相关重点政策的研究①，忽
略了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背后的内在逻辑，进而导

致对保护性耕作政策重点与价值取向的研究缺失。
通过探寻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变迁进程与逻辑，
有效揭示现有政策体系的薄弱之处， 并持续调整政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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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重点，是推动保护性耕作有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

障。制度变迁理论是解释政策变化的较优工具，其
构建的思维逻辑框架能够很好地契合保护性耕作政

策演进。 因此，本文将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出发，
系统梳理保护性耕作相关政策文件，解构中国保护

性耕作政策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从变迁主体、变迁动

因、变迁方式三方面凝练其长时序变迁逻辑，进而提

出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发展展望，以期为未来保护性

耕作政策制定与完善工作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二、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进程

保护性耕作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就被引入中

国，然而直至 ２００２ 年政府才首次出台相关政策，提
出保护性耕作的正式定义与范围，并设立专项资金

推动保护性耕作发展。 本文作者首先以“保护性耕

作”为关键词在农业农村部等政府部门官网、北大

法宝等数据库进行全文检索，筛选出与保护性耕作

相关的政策文件，按照发布年份进行整理。 保护性

耕作政策变迁离不开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大背景，更
离不开耕地保护概念的逐步深化。 据此，本文以核

心政策颁布时间为节点，在结合农机化发展与耕地

保护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将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分

为“政策孕育” “政策萌芽” “政策发展”和“政策细

化”四个阶段（见图 １）。

图 １　 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进程

　 　 １．政策孕育阶段（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２００１ 年）：
保护性耕作的适应性探索

保护性耕作技术是美国在遭遇“黑风暴”带来

的严重水土流失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土壤耕作模

式，后广泛应用于苏联、加拿大等国。 中国自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起引进和试验少免耕播种、秸秆覆盖还

田、深松等单项保护性耕作技术，旨在减少水土侵

蚀、稳定耕地面积，以促进耕地可持续利用。 但在计

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土地公有制导致农民耕种积极

性较低，加之经营土地细碎化程度高、技术本身不完

备等历史原因的消极影响，保护性耕作技术最初仅

出现在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后又在江苏、山西、吉林

等个别省份进行小规模的示范试验，推广应用规模

普遍较小。 因年代久远，无法查询到初期保护性耕

作实施面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农业

技术进步与耕地保护概念的逐渐明晰，保护性耕作

技术的推广速度加快。 由于我国保护性耕作最初研

究与应用主要是少免耕技术，因此选取免耕覆盖播

种面积的数据进行分析。 如图 ２ 所示，１９９１ 年全国

免耕覆盖播种面积为 １３３４．６０ 千公顷，之后逐渐扩

大应用面积，１９９９ 年达到短期内的峰顶，２０００ 年又

回落至 ７３８．０１ 千公顷。 应用面积的变化为之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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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护性耕作适用范围提供了经验借鉴，但这一过

程中的规律性并不突出。
这一阶段保护性耕作处于适应性探索阶段，初

步明确了不同地区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应用重点，如
东北旱作区推行以玉米垄作少耕和留茬覆盖耕作为

主体的保护性耕作技术，华北灌溉区推行小麦秸秆

还田和夏玉米免耕覆盖耕作为主要形式的保护性耕

作技术。 但政府并未针对这一技术出台相关政策。
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了中央政府统筹安排、地方政府

与科研联盟参与的保护性耕作研发与推广体系。 农

户虽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成为农业生产

主体，却非保护性耕作的实施主体，在保护性耕作政

策变迁中的主体地位不明显。 此外，诱致性政策变

迁方式尚未出现，政府强制性力量是这一时期保护

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唯一方式。

图 ２　 保护性耕作推广应用面积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与相关资料

整理而来。

２．政策萌芽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政策变迁依

赖外部环境变化

进入 ２１ 世纪后，保护性耕作研究与推广工作得

到政府高度重视。 ２００２ 年，原农业部将保护性耕作

正式定义为“对农田实施免、少耕，并用作物秸秆覆

盖地表，以减少风蚀、提高土壤肥力和抗旱能力的先

进农业现代耕作技术”，强调了保护性耕作对土壤

的积极影响和技术本身的先进性，为其在北方旱作

区开展示范县建设奠定了基础。 同年，原农业部、财
政部启动保护性耕作项目，并设立保护性耕作示范

推广的专项资金，在北京、河北等 ８ 省（市、区）建设

保护性耕作示范县，这是我国制定保护性耕作政策、
系统化推广保护性耕作的开端。 随后，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接连提出“发展保护性耕

作”和“继续实施保护性耕作示范工程”，并将保护

性耕作列入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 ２００５ 年

本）、《 国 家 中 长 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中，将其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

科技发展联系起来，保障保护性耕作推广的可持续

性。 在系列政策的积极引导下，中国保护性耕作发

展取得长足进步。 ２００２ 年，“保护性耕作面积”指标

首次被纳入统计年鉴，且这一指标数值从当年的

１６０ 千公顷稳步增长到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３５８ 千公顷（见
图 ２），免耕覆盖播种面积也持续增加，表明保护性

耕作已成为中国主推的绿色耕作技术。
这一阶段我国开始颁布保护性耕作相关政策，

但对于发展目标、实施细则等均未作出明确规定。
总体来看，该阶段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变迁呈现以下

特征：一是农户主体地位的浮现。 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完善增强了农户的积极性，农户作为农业生

产主体的地位逐渐上升，其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

中的主观能动性受到重视，保护性耕作进入以农户

为主体的发展阶段。 二是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依赖

外部环境的变化。 耕地保护概念的深化使得原有政

策无法适应耕地保护新形势，加之农机社会化服务

的蓬勃发展，二者共同促进了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出

台，但造成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过度依赖耕地保护

概念深化与农业机械化的演变，技术进步这一动力

对政策变迁的作用仍十分微弱。 三是保护性耕作政

策变迁以强制性政策变迁为主。 农户作为保护性耕

作技术的实施者与政策的执行者，其意愿能够为保

护性耕作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一定思路，然则影

响程度有限，强制性政策变迁仍发挥主导作用。
３．政策发展阶段（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年）：规模化经营

主体地位显现

２００７ 年，原农业部出台的《关于大力发展保护

性耕作的意见》正式提出了保护性耕作推广工作的

基本原则与发展目标。 ２００９ 年原农业部、发改委联

合发布了《保护性耕作工程建设规划（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这是我国首次制定的保护性耕作的专项建设

规划。 这些政策的出台意味着我国保护性耕作发展

迈上了规范化、系统化的新台阶。 同时，在农业机械

化发展“黄金十年”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的历史大背景

下，一系列促进保护性耕作机械与技术发展的强制

性政策密集出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 《全国农业机械化科技发

展“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等多个国家中

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将保护性耕作机械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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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作为重点领域与优先发展对象。 此外，２０１０ 年

《农业部关于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加快推进薄弱环节

机械化发展的意见》提出，农机与农艺的联合研发

机制尚未建立，应加强关键环节的农机技术推广，保
护性耕作技术正是其中之一。 故而这一阶段除薄弱

环节机械化水平有所提高外，保护性耕作逐渐延展

出深松浅翻、化肥深施、高效施药等田间农艺措施，
形成了农艺嵌入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 伴随着一

系列政策的出台，中国保护性耕作推广再次取得新

成绩。 如图 ２ 所示，２０１４ 年，全国保护性耕作面积

达到 ８６２３ 千公顷，是 ２００７ 年的 ４．３１ 倍，足可见保

护性耕作发展之迅速。 “机械深松面积”指标也首

次被统计年鉴收录（２００７ 年），与免耕覆盖播种面积

趋势相同，在本阶段呈上升趋势。
这一时期保护性耕作相关政策密集出台，在实

施规划、技术要点等方面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技术推

广面积也增长较快。 其主要阶段性特征有三点：第
一，进入规模化经营主体主导的发展阶段。 此阶段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非农

产业，农业劳动力的成本提高。②根据制度变迁理

论，当劳动力要素价格提高时，将会诱致节约劳动力

的变迁，加之经过农机化“黄金十年”前期的发展，
大中型农机具保有量迅猛增长，家庭农场、农民专业

合作社等具有规模效应的农业经营主体地位随之逐

渐显现。 第二，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同时依赖外部

环境与内在动力。 除耕地保护、农业机械化发展外，
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还受自身技术变革、配套农艺

措施发展的影响，且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后两者

对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影响更为强烈。 第三，诱
致性政策变迁动能增强。 强制性政策变迁在推动保

护性耕作发展过程中仍具有重要作用，但技术变迁

增加的新收益引致相对需求的变化，从而增强了农

户对技术实施环境进行控制的政策变迁，诱致性政

策变迁动力再次加强。
４．政策细化阶段（２０１５ 年至今）：诱致性政策变

迁作用显著

２０１５ 年《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 ２０１５—
２０３０ 年）》将保护性耕作应用的重点地区聚焦在东

北地区、黄淮海区等水土流失、面源污染严重的地

区，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进入细化阶段。 随后，《全
国国土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和《全国农业现代化

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明确提出加强、加快保护性

耕作的推广应用，标志着保护性耕作被纳入国家发

展规划，并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 进一步地，
《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 （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将保护性耕作与黑土地保护相结合，提出将保

护性耕作逐渐推广为东北地区适宜区域的主流耕作

技术，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将其上升至国家工程

高度，重点应用地区与实施细则不断完善。 由于该

时期东北种植结构变动较大，保护性耕作推广应用

面积也随之变化。 如图 ２ 所示，保护性耕作面积在

２０１５ 年达到峰值，２０１６ 年调减东北玉米种植面积

后，保护性耕作面积进入负增长；２０１８ 年改为调减

东北水稻种植面积后，保护性耕作面积随之上涨至

８２４２ 千公顷。
这一阶段东北地区是保护性耕作政策细化落实

的重点区域。 ２０１５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东北

黑土地保护试点”后，保护性耕作在东北地区的发

展得到高度重视。 《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 年）》强调“开展保护性耕作技术创新

与集成示范”。 在此基础上，２０２０ 年的东北黑土地

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保护性耕作

实施范围占东北地区适宜耕地的 ７０％左右。 在中

央政策的指引下，东北各省（区）出台了更为详细的

计划部署。 如吉林省 ２０２１ 年首次明确界定保护性

耕作补贴范围，提出“秸秆翻埋、耙混、旋耕、联合整

地等不在保护性耕作补助范围”。 除东北外的其余

地区也在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如陕西省 ２０１７
年在关中、陕北 ７ 个市开展保护性耕作试验示范。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保护性耕作政策更为具体、
细致，呈现以下三点阶段性特征：第一，地方政府在

保护性耕作政策制定与实施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在此阶段，保护性耕作政策围绕农业绿色发展与土

地保护两大目标，基本形成政策顶层框架。 因此，中
央政府开始让权于地方政府，将政策细则交予地方

政府完善。 第二，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外部动因

持续加强。 ２０１５ 年我国开始强调东北黑土地保护

后，政策变迁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更为强烈。 相比之

下，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规范、农艺措施的发展稳中

有进，内部动力较弱。 第三，诱致性政策变迁成为保

护性耕作发展的重要原动力。 随着中央政府在保护

性耕作政策制定中主体地位的弱化，地方政府更能

因地制宜选择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动保护性耕作逐

渐进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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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研联盟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政策细化阶段。

三、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逻辑

纵观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进程，不难发现

其背后蕴藏着的特定逻辑。 在制度变迁理论中，政
策变迁逻辑可简化为“政策均衡—政策非均衡—政

策均衡”。 运用此逻辑，从制度变迁主体、动因、方
式和路径四个方面可以全面地分析政策变迁进程，
反映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多

样性。 由于保护性耕作政策演进未遭受突发事件或

灾害，是明显的渐进式政策变迁过程，因此，本文不

对政策变迁路径多加分析，主要从变迁主体、动因、
方式三个方面阐述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变迁逻辑。

１．政策变迁主体：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

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制度变迁

理论认为应遵循“现实人”的假设，强调从人的实际

出发研究其在制度条件中的活动。 “现实人”可概

括为两点：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即各主体

在政策变迁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仅取决于“想做什

么”，还取决于“能做什么”。③具体到保护性耕作政

策，其变迁方向与深度主要受制于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等其余主体起辅助作用，即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

主体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科研联盟、农业

经营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 其中，中央政府的

利益诉求对政策供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保护

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地方政府话语权

较小，其作用是支持、帮助中央政府制定政策，是保

护性耕作政策变迁的次级行动团体。 除政府外，本
文提到的农业经营主体是指传统种植户、家庭农场、
合作社等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科研联盟

则指专家学者、农业院校、科研院所共同组建的保护

性耕作研究课题组、专业委员会等多学科、跨地域的

团体，二者均不直接参与政策制定，为次级行动团体

（见图 ３）。
从多元主体“想做什么”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是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农业经营主体之

间的实施目标博弈。 中央政府以社会福利为本，制
定保护性耕作政策时兼顾粮食安全与农业绿色发展

两大目标。 地方政府则追求区域发展，偏向考虑区

域产出与区域投入，二者因而存在委托—代理的利

益矛盾。 在中央与地方构建的逐利格局下，农业经

营主体也在寻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到利益博

弈中。 同为次级行为主体的科研联盟则充当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与农业经营组织间的桥梁和中介，其行

为目标是实现个人价值，即通过探索高效可行的保

护性耕作技术、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专业建议、为农

业经营组织提供指导咨询等，实现其社会价值与自

我认同的目的。 正因各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在保

护性耕作应用过程中的投入与收益不对等，因而无

法形成合力，制约了保护性耕作的快速发展。④

而“能做什么”指的是各主体在保护性耕作政

策变迁进程中实际扮演的角色，主要分为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扮演的政策供给者和农业经营主体、科研

联盟扮演的政策需求者两类。 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

主要遵循以下流程：中央政府是政策方案的创新者

与政策变迁的主要推动者，在充分征求民众意见的

基础上制定保护性耕作政策的顶层设计，解释清楚

政策意图与出发点，并将政策下达给其余主体；地方

政府作为政策供给者，亦是政策变迁的次级行动团

体，在服从中央政策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细化与完善，
并再次传达给政策执行者；科研联盟和农业经营主

体是政策需求者与政策执行者，通过科学知识进步

和实践经验积累分别对政策供给提供专业建议与问

题反馈，从而影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供给。

图 ３　 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中的多元主体

２．政策变迁动因：经济体制变革与技术进步

政策变迁实质上是对政策非均衡的反应过程，
其变迁动因无外乎竞争与学习两点。⑤如图 ４ 所示，
对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而言，稀缺资源竞争可视为

关于耕地、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农村经济体制

变革，为政策变迁的外部诱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在
土地产权制度“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变革下，中
央政府突破惯例约束进行耕地数量保护的收益远大

于可能存在的风险，关于保护性耕作的探索开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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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在集体土地所有制度的基础上，１９７８ 年实行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户的经营热情，保护

性耕作的适应性探索速度加快，但仍停留在政策孕

育阶段。 ２００２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并完善以家

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户

的主体地位受到重视，加之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蓬勃

发展与耕地保护概念的深化，保护性耕作政策开始

出台，政策变迁进入萌芽阶段。 随后，２００７ 年党的

十七大提出严格保护耕地、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等深

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２０１５ 年中央政府将保护性耕

作技术作为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是保护

性耕作推广应用的重要转折点。 在此之后，中央政

府将更多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主要是省级政府），
地方政府则针对地区发展情况进行完善，即为政策

细化阶段。
行为主体学习的过程则可看作保护性耕作的技

术进步过程，是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内在动力。
外部环境的变化引发耕地、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

的稀缺性变化，要素相对价格也随之改变，从而诱致

保护性耕作技术进步。 速水佑次郎和拉坦将技术进

步分为以替代劳动力为主的机械技术进步和以替代

土地为主的生化技术进步⑥，即农机技术进步与农

艺技术进步。 在政策变迁进程中，保护性耕作机械

技术从最初时的少免耕发展为如今的少免耕播种、
秸秆覆盖、深松、病虫草害防治四项核心技术，农艺

层面逐渐延伸出深松浅翻、化肥深施等田间管理措

施，技术结构由单项机械化技术转向农机农艺融合，
应用领域也拓展至遏止土壤退化、恢复农田生态等

综合领域。 保护性耕作技术进步很好地减轻了农村

劳动力流失对农业生产效率的不利影响，并降低了

交易费用，促使农户意愿更倾向于采纳，进而推动政

策发生变迁。
整体来看，在外部诱因与内在动力的双重推动

下，保护性耕作政策由“点”到“面”、由“面”到“体”
逐渐发展。 在此过程中，每一次农村经济体制变革

都会对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带来深远影响，如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

等，均间接带动了保护性耕作的发展。 但这并不意

味着保护性耕作政策完全是被动式的变迁，农村经

济体制变革仅仅是一个外生性因素，它使保护性耕

作政策具备了可能变迁的条件，而不是必然发生政

策变迁。 相对来说，技术进步带来的内在动力对保

护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影响较为直接，然而技术进步

是一个长期且缓慢的过程，对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

的影响有限。

图 ４　 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外部诱因与内在动力

　 　 ３．政策变迁方式：强制性与诱致性相配合

从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历程中可以发现，保护

性耕作政策变迁主要依托于强制性变迁方式，中央

政府在其中占据绝对的话语权。 但随着市场经济体

制的不断完善，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被削弱，以地方政

府为主的次级行动团体逐渐参与保护性耕作政策供

给，诱致性变迁方式开始影响政策变迁。 如图 ５ 所

示，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互配合，形成了政府

自上而下确立保护性耕作发展规划、农业经营主体

与科研联盟自下而上克服外在情景中的阻力和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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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迁方式，不断推动保护性耕作政策的演进，实现

政策供需平衡。 其中，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强制性变

迁特征表现为政策自上而下落实，形成中央政府主

导、地方政府配合、科研联盟和农业经营主体接受的

三级运行序列。 科研联盟仅为已形成的政策提供理

论支撑与技术改进建议，农业经营主体也只是既定

政策方案的实施者，二者对政策变迁方向的影响有

限。 而诱致性变迁特征集中体现为政策自下而上的

技术进步与社会需求。 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快速发展

离不开当前社会对耕地治理与生态保护的迫切需

求，通过将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正反馈扩散到政策变

迁中，着力解决耕地地力减退、生态恶化等问题，形
成新的政策安排。

图 ５　 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方式

整体而言，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方式呈现出由

强制性变迁主导转向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相配

合的特征。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可以说是政府机制

作用的结果，诱致性政策变迁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进入第三阶段后，随着中央政府逐渐下放权力，科研

联盟与农业经营主体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开始利

用下放的权力进行保护性耕作技术创新，诱致性变

迁的动能加强。 诱致性方式不仅直接作用于当期政

策制定，还通过影响强制性变迁而影响未来政策变

迁。 正因如此，尽管第四阶段保护性耕作政策仍是

强制性变迁主导下的国家政策规划，诱致性变迁偏

向依然比前一阶段更为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保护

性耕作政策变迁转向诱致性并不意味着仅仅依靠诱

致性变迁。 原因有二：一是在需求诱导达到一定程

度时，政策安排无法满足社会需求，需要政府干预以

弥补诱致性政策安排的不足，通过强制性政策变迁

推动诱致性政策变迁。 二是政策不是无差异的公共

品，如法律法规等特殊政策只能由政府实施，无法通

过自下而上的变迁实现。 因此，保护性耕作政策变

迁将始终依循强制性与诱致性相配合、上下互动的

变迁方式。

四、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完善对策

通过回顾政策发展历程、剖析其变迁逻辑，发现

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是在中央政府领导，地方

政府、科研联盟、农业经营主体等参与下，以经济体

制变革、技术进步为内、外部动力，遵循强制性与诱

致性相互配合的方式进行的。 展望未来，完善保护

性耕作政策可从重视地方政府主体地位、强化技术

进步动力、拓宽民主参与渠道等方面展开。
１．厘清行为主体权责，重视地方政府主体地位

厘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科研联盟、农业经营

主体在政策变迁过程中的权责，对于当前保护性耕

作政策发展至关重要。 首先，在保护性耕作政策体

系基本形成的当下，中央政府应发挥“强政府”的功

能，把握保护性耕作政策变迁的宏观方向，不仅要加

大政策的激励力度，还要拓展激励范围，确保实施者

在经济上接受保护性耕作。 其次，随着变迁主体职

能日渐清晰，地方政府将成为保护性耕作政策转向

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配合的重要突破口，既
要在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中达到社会福利与局部

利益的均衡，又要满足农业经营主体和科研联盟在

政策非均衡条件下寻求利益最大化的需求。 地方政

府应以公共利益与公共需求为准则，协调好不同行

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再次，科研联盟作为政策

的间接利益相关者，一方面，应以保护性耕作试验基

地、高标准应用基地为依托，提供差异化技术指导；
另一方面，应积极开展保护性耕作效果监测，并及时

反馈至政府部门。 最后，农业经营主体与保护性耕

作实施有着直接的经济利益联系，而现行政策尚未

对其责任作出明确规定，造成农业经营主体通常只

顾短期逐利而忽略养地责任。 因此，应明晰农业经

营主体的责任，避免因产权问题导致农户责任缺位。
２．采用重点突破方式，强化政策变迁内在动力

强化政策变迁动力是进一步优化保护性耕作政

策的关键所在。 应在稳步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

同时，针对技术进步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采用重

点突破的变革方式。 一方面，作为孕育保护性耕作

政策的土壤，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应始终坚持公有制

原则，循序渐进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保护性耕

作政策变迁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同时，鉴于市场

在资源配置优化中的突出优势，应推进保护性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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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运行机制，通过提高农机利用率来降低政策

变迁成本。 另一方面，政策变迁也要始终与技术进

步相适应。 主要从三方面入手：第一，我国对农机的

研究长期集中于核心环节，而现有保护性耕作政策

尚无相关说明，需将加强保护性耕作综合环节的农

艺措施研究写入政策中。 第二，自我国探索出较为

适用的保护性耕作模式以来，政策的制定与改进均

基于既定模式，缺乏创新的技术模式。 理应总结地

方实践经验，创新不同地域、不同作物中的保护性耕

作技术，并形成相应的技术规范，通过技术进步带动

政策良好发展。 第三，农业经营主体、科研联盟、地
方政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问题，应加快农技

推广体制改革，健全基层保护性耕作推广体系，建立

一支稳定、专业的推广队伍。
３．拓宽民主参与渠道，促进诱致性变迁的发生

科研联盟与农业经营主体在保护性耕作政策变

迁过程中处于“需求者缺位”的状态，利益诉求难以

表达，需拓宽各主体参与政策变迁的渠道。 当前保

护性耕作政策安排对政策需求者制约有余而激励不

足，科研联盟虽有一定渠道反馈信息，却囿于固定的

试验基地与合作县市，难以得知普遍的应用情况；农
业经营主体作为政策落地的最终主体，无法反馈实

践难题与自身需求，导致耕地保护政策呈现隐蔽性、
渐进性特征。 拓宽民主参与渠道就是打破政策强制

性变迁的“围城”，使政府和科研联盟深入基层。 主

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正视农业经营主体在政策

变迁中的重要地位，避免其他主体过分追求自身利

益而将政策变迁成本转移给农业经营主体，导致政

策实施存在形式性高于实用性的问题。 二是建立健

全代替农业经营主体发言的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
研究会等，通过聚集劳动力、耕地等资源加强农业经

营主体的话语权。 三是定期组织科研联盟为农业经

营主体提供技能培训、利益表达等机会，强化农业经

营主体信息获取和利益表达能力。 四是引入听证制

度等模式，限制政府在政策制定中的随意性，吸纳不

同阶层的建议，根据反馈意见及时调整保护性耕作

政策变迁方向与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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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问题研究∗

刘 灵 辉　 　 　 邱 晓 艳

摘　 要：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核心在于强调农户家庭内部家庭成员对承包地不分份额地享有权利和承

担义务，在地权固化背景下，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为有效化解无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然而，
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存在着主体范围不清、客体来源不明、权利义务关系模糊不清等现实困境。 完

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制度，需坚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和农民主体地位的政策原则，通过规范主

体资格认定规则、界定客体来源范围与建立公平合理的权利行使与义务承担机制，科学构建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

共同共有的制度体系，提升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运作效能。
关键词：二轮延包；“长久不变”；土地承包经营权；共同共有；农户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１０－００４１－０８

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根本特征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

下，依照农户享有承包资格的人数均分田地到农户，
这种有计划、有组织的“人人有份”的分地措施不仅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且保证了分地的起点公

平、规则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①在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实施初期，各地区普遍采取根据农户人

口变动情况来不断调匀农户间承包地数量的绝对平

均主义策略，“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成为政府

部门、集体和农民都默认的操作模式，这冲击了地权

稳定性，削弱了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意愿。 随之，
党和国家出台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禁止

调地，“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三十年，土地确权颁证等一系列稳定地权的法律政

策，给农民吃下了一颗土地权利的“定心丸”。 然

而，在漫长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每个农户的承包

地数量基本上保持稳定不变、少有增加的可能，但因

土地征收、集体公益事业占用、灾毁等原因也可能导

致不同农户间承包地不均衡减少的情况，与之同时，
每个农户的人口数量增减变化差异较大，这些因素

综合起来造成了不同农户间人口与土地的配置失衡

以及承包地户间人均占有基尼系数攀升等问题。②

在公平观念深入骨髓的乡村，如何解决地权固化背

景下农户间人口动态变化不均衡所诱发的人地矛

盾，成为悬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头上的一把“达摩

克利斯之剑”，是一个未来必须直面并需予以妥善

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根据现行法律政策，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发包的

对象是农户而非农民个体，只要农户拥有承包地就

不存在没有分得承包地的无地农民，这无疑化解了

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的众多新增人口等待分地这一棘

手问题。 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制度

的构建与完善成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

向。 学术界围绕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展开

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第一，土地承包经

营权户内“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之争。一部分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１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背景下无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研究”（２０ＢＧＬ２２８）。
作者简介：刘灵辉，男，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成都　 ６１１７３１）。

邱晓艳，女，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成都　 ６１１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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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从个人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公平要求、
土地标的物在农户内部“离合性”的法律关系等角

度出发，认为应属于按份共有或者准按份共有；③然

而，另有一部分学者从农户法律关系中家庭关系的

特殊性、“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

的各项权益”的内涵出发，认为应属于准共同共有

或共同共有。④第二，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

有制度方面，学术界研究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

同共有的结构和功能、主体及其内部成员与外部主

体的关系、内部成员权利关系形式以及内部成员变

动后的权属等问题。⑤

综上，学者们已关注到农户、户内成员与土地承

包经营权之间的共有关系问题，但是在学术观点上

尚存争议，同时，现有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

共有的主体、客体以及内容方面的研究还不深入、不
系统、不全面。 因此，本文明确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

户内共同共有的概念及其内涵，探寻土地承包经营

权户内共同共有的法律政策以及现实依据，挖掘土

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在

实践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形成原因，并提出针对

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新时

代背景下的完善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

依据及其内涵

　 　 １．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依据

第一，法律政策依据。 《农村土地承包法》
（２０１８ 年修正）第 １６ 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

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 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

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土

地发包是以农户为单位进行的，但是法律并不否认

农户内每个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权

利，正是每个家庭成员的承包权汇集在一起，才使得

农户以团体的形式获得了应得的承包地份额。 《农
村土地承包法》（２０１８ 年修正）第 ２４ 条规定：“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该条法律规定强

调将全部家庭成员列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这一法

律凭证上，却不强调明确每个家庭成员应享有的份

额或者具体比例，这为全部家庭成员不分份额地共

同享有证书上所列承包地提供了法律支撑。
第二，现实依据。 对于经历过第一轮、第二轮农

村土地发包的农户而言，在自己家庭内谁参与了分

地、谁没有分到土地是一本有账可查、有据可循的家

庭土地账簿，这就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按份共

有的性质十分明显。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
政策使得农户内部人口的增减与承包地的增减相脱

钩，农户内部成员最初明确的承包地份额变得模糊，
户的整体性增强。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笔者调查了四川省

成都市、宜宾市、自贡市、西昌市以及重庆市的 １８ 个

村庄（社区）的 ３３２ 位农民，当向受访者询问“您觉

得家庭拥有承包地的各项权利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法

律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有 ８７．６５％的受访者给

出的答案都是“共同共有，全家人不分份额地一起

享有承包地的各项权利”，且他们给出的理由基本

上也是大同小异，即“都是一家人，一起承包耕种”。
由此可见，在现实中，绝大多数农民对农户内家庭成

员与承包地之间关系的主观认知亦倾向于共同

共有。
２．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内涵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是指农户内

家庭成员不分份额地享有承包地的各项权利并承担

相应的义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在

本质上属于民法意义上共同共有的一种特殊形式，
也涉及主体、客体与内容三个方面。

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主体是

指不分份额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和承担义

务的家庭成员。 一般而言，农户是由 ２ 个及以上家

庭成员组成的，这与《民法典》中关于共同共有需多

个主体的内涵特征是一致的。 然而，在我国农村存

在着少量无儿无女且只有 １ 位孤寡老人的“五保

户”，这类农户的家庭成员只有 １ 位，似乎与共同共

有的概念本质不相契合。 然而，根据民政部公布的

数据，２０１５ 年农村五保户人口为 ５２３．１ 万人，仅占同

年农村总人口的 ０．８７％，故而，只有 １ 位家庭成员的

“五保户”，不仅在数量上较少，而且这类农户终将

演变为“消亡户”，届时户内承包地将依法被集体经

济组织收回。 因此，“五保户”与承包地之间的法律

关系相对简单。
第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客体是

指农户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具有物权属性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 相较于《民法典》中共同共有客体之类

型多样且主要指向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

同共有的对象不是农地所有权，而是设置在承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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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依附于土地所有权而存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该客体是一种用益物权。

第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内容是

指户内共同共有人之间围绕承包地这一财产所形成

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这就需要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

包含的“权利束”，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

有人行使各项权利的内在流程和机制，同时，厘清承

包地之上附带的义务清单，并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

户内共同共有人的义务承担规则和机制。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

面临的现实困境

　 　 １．主体层面：主体范围不清

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之间存

在两种关系模式，一种是户内全体成员平等的共同

共有，另一种是户主代表下户内全体成员的共同共

有。 然而，到底是哪种关系模式目前尚不清晰。 在

农村，户主是一个家庭的主要决策者和代言人，那
么，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关系中，户主与

家庭其他成员之间是不是存在代表与被代表的关

系？ 对于承包地处置的重要决策，是不是需要经由

户主这一渠道作出并对外发布？ 这些问题都涉及农

户、户主、其他家庭成员与承包地之间极为微妙的内

在关系。 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是全体

成员平等的共同共有，那么，在农户内就不存在户主

与非户主这层似乎象征着地位高低差别之分的代表

关系；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是户主代

表下户内全部成员的共同共有，那么，在农户内就存

在着户主与非户主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
第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的范围

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户内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

直系家庭成员，另一种是户内拥有集体组织成员资

格的家庭成员。 然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

有人的范围尚未有明确的答案。 一般而言，农户内

部家庭成员是指相互负有抚养义务和赡养义务的直

系亲属，即祖父母、父母以及自己、配偶及子孙，如果

存在着长辈与晚辈的分户情况，也只是上述直系家

庭成员规模的缩小化。 那么，如果按照农户的家庭

成员内部的血缘和婚姻关系来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共同共有人，就意味着不必考虑家庭成员的户籍、
职业、收入、经常居住地等变化情况。 然而，在漫长

的土地承包期内，农户内部分成员由于升学、就业、

参军等原因不可避免地会迁向城镇并完成“市民

化”进程。 虽然他们与农户内其他成员有血缘或婚

姻关系，但根据村规民约他们可能因为户籍迁出等

缘故已不再属于集体组织成员。 那么，此类成员是

否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尚无定论。
第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的范围

和名单是静态不变的还是需要进行动态调整尚不明

晰。 在第二轮土地发包时，农户内参与土地分配的

家庭成员显然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共同共有人，那
么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

同共有人是一直保持稳定不变，还是基于农户家庭

成员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事实，土地承包经营权

户内共同共有人需要随之进行持续性的动态更新调

整？ 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是动态更

新的，那么以什么标准更新、多少年更新调整一次共

同共有人的名单？ 这些都成为尤为关键的问题。 如

若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保持不变、不进

行动态更新，那么，如果初始分得承包地的家庭成员

全部死亡，将直接导致农户演变为有成员存在的

“间接消亡户”，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之主体界定事关

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如果主体界定不科

学，将可能导致权利的滥用和义务承担的错位，造成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运作效能低下。
２．客体层面：客体来源不明

毫无疑问，农户通过家庭承包分配获得的承包

地属于共同共有的客体。 然而，在农地权利流转交

易日益频繁且交易方式多元化的背景下，农户内部

经营管理的承包地还可能包括以下 ８ 种：通过代耕

方式转入的承包地；通过出租（转包）转入的承包

地；通过土地互换获得的承包地；通过土地转让获得

的承包地；通过土地入股获得的承包地；农户自行投

资投劳开发的“四荒地”并由家庭实际使用的新增

耕地；农户通过户内继承获得的承包地；承接其他农

户自愿有偿退出的承包地。 可以看出，农户内部的

承包地并非想象中的构成简单、属性单一。 如果土

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之客体不能得到科学清

晰的界定，难免导致农户对自己享有管领控制权的

承包地认知不清，进而诱发不同农户间承包地的权

属争夺与利益纠纷。
３．内容层面：权利、义务关系模糊

第一，在权利层面来看，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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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对承包地依法享有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

置权。 相较于占有权和使用权的相对清晰，农户内

部家庭成员对承包地收益权和处置权的不确定性是

极易引发矛盾的导火索。 在收益权方面，农户对承

包地经营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获得经济收益，然而，依
托承包地赚取的收益究竟是属于整个家庭，还是属

于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家庭成员，抑或是属于分得

承包地的家庭成员？ 同时，当土地流转收益或者国

家发放的农业补贴打入农户所留的账户时，这个银

行账户的性质是家庭共有账户还是个人独有账户？
收益归账户的所有人支配还是归整个家庭支配？ 在

处置权方面，农户对承包地的处置行为包括出租

（转包）、入股、转让、互换、抵押等，这些农地权利处

置决策是户主“说了算”，还是需要户内多数成员赞

同或者一致同意才能实施？ 这些问题在现实操作中

都尚无明确定论。
第二，在义务层面，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创

设初期，农户作为承包方承担的义务是名目繁多且

较为沉重的，包括缴纳农业税、缴纳承包金、缴纳

“三提五统”、按承包合同规定用途开发，甚至个别

地区土地承包合同涉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款项。 ２００３
年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确立了承包方的权利

和义务框架，明确了承包方应承担维持承包地的农

业用途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

且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义务。 但是，该法

也否定了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中“承
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
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
规则，间接否认“不得弃耕”义务，也回避了家庭承

包缴纳承包费的规定。 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国家先后实

施了农业“三项补贴”。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国家废

除了农业税。 通过对承包方义务进行时间脉络梳理

可以发现一系列关键问题，即在农民种地不纳税

（费、粮）且有补贴的情况下，目前农户对承包地的

实质性义务究竟是什么？ 农户的义务承担机制是什

么？ 土地承包经营权所附带的义务是由户内所有成

员共同承担还是仅由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口

承担？ 如果承包地所附带的义务在户内成员间分担

不均衡、不合理，那么很可能会出现从事农业生产且

承担承包地义务的家庭成员由于经济收入较低而家

庭地位较低，外出务工不从事农业生产、不承担承包

地义务的家庭成员却由于收入较高而家庭地位也较

高的现象。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

面临现实困境的成因

　 　 １．主体困境的成因

第一，户主与户内成员之间是否存在代表关系

不明确。 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大多由户主与集

体经济组织签订，且我国法律使用了“土地承包经

营权人”这一模糊表述，使得以农户名义承包而来

的土地似乎演化成个人独自享有的权利，户主俨然

成了承包地的唯一权利人。 同时，户主一般都是家

庭中辈分高的成年男子，在我国长期的“家长制”传
统以及“大男子主义”作风的综合影响下，很容易在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置决策中形成以户主个人意志

表达为主的“一言堂” “户主拍板”等现象。 户主与

农户内成员之间是否存在代表关系以及如何发挥代

表关系的实施机制不明确，虚化了农户内其他家庭

成员对承包地的经营管理以及处置的各项权能，使
得本该农户内部家庭成员个体享有的农地权利更加

隐没于家庭团体之中，促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

同共有变成了共同私有。
第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是否必

须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不确定。 目前，全国人大

并未出台法律明确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
在学术界，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

存在着诸多观点，具体包括：以户籍为标准的单一户

籍登记原则；以实际生活为标准的事实主义；以兼具

户籍登记和长期居住事实的折中主义；尊重社会习

俗、历史事实、法律事实以及集体成员民主合意等因

素进行认定的综合主义；等等。 同时，不同地区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现实操作基本遵循“村民

自治”的原则，这难免导致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标准

的多元化和复杂化，甚至出现违法违规的实际操作。
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是不是必须

要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挂钩，是不是非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就不能被认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

有人？ 在现实中，以国家公职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

员工等主体为代表的农村精英群体将户口迁入城市

且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是否就代表着他们直

接丧失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应将其从土地

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名单中剔除？ 这些问题

都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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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的认定

是不是要考虑其是否分得承包地的历史事实存在争

议。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分得承包地的家庭成

员会由于升学、进入体制内工作等原因成为城镇居

民，并被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承包地的社会

保障功能对他们而言已经大幅降低甚至不复存在，
故而，在大多数农民看来，将这部分人员移出土地承

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名单显得合情合理。 然

而，如果这样操作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难以理解的现

象，即分得承包地的家庭成员可能不被作为共同共

有人，没有分得承包地的家庭成员反而成为共同共

有人。
第四，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的认定

是交由农户自行决定还是政府统一认定尚无定论。
站在“理性人”的角度，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

同共有应该包括户内哪些人员，每个农户都会基于

整个家庭的长远利益考量，作出理性的判断和抉择。
故而，采取户内自主决定的方式确定土地承包经营

权户内共同共有人存在着现实合理性。 然而，考虑

到政府部门对农村土地承包的管理职责以及集体经

济组织的土地所有者身份地位，为了尽可能地发挥

集体土地对集体内部依靠农业为生之成员的养育功

能，防止城市人口、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人员成为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共同共有人，实现“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的目标，政府部门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对土

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人的认定标准及操作细

则进行统一规定，似乎也存在着较大的合理性。
２．客体困境的成因

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客体是指整个

农户所拥有的全部物权属性的承包地，不包括仅享

有一定年限的土地经营权的承包地。 故而，通过代

耕、土地出租（转包）转入的承包地不应当纳入共同

共有之客体范畴，毕竟“租别人的地” “临时用别人

的地”根本谈不上属于自家的承包地。 然而，在农

村土地“三权分置”法律政策下，转让、入股、互换等

不同农地权利市场化处置方式所引致的权利转移性

质存在着不确定性，这是造成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

共同共有的客体出现界定不清的重要原因。
第一，土地转让方面。 学术界对于土地转让的

法律后果存在着较大的认知差异。 持“权利彻底转

移说”的学者认为，土地转让是农户将承包地的土

地使用权连同承包权一起让渡给受让方，实现家庭

承包地权利“一劳永逸”的“一次性”让渡；然而，持
“部分权利转移说”的学者认为，土地转让后会导致

原承包方在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全部

消灭⑥，也即土地转让只是将剩余承包期内的农地

权利一次性让渡给受让人。
第二，土地互换方面。 学术界对土地互换引起

的权利变动有着不同的认识。 一部分持“物权变动

说”的学者认为，土地互换所引起的是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交换⑦；一部分持“债权变动说”的学者认

为，土地互换促进的是土地经营权流转⑧；一部分持

“折中说”的学者认为，土地互换包括土地经营权双

向流转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两种方式。⑨

第三，土地入股方面。 一些持“物权流动说”的
学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引起的是物权的变

动，受让方取得用益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⑩；
一些持“债权流动说”的学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

入股不发生物权关系的变动，原承包方仍然保留着

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有一些持“股权性

流转说”的学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既不属

于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也不属于债权性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属股权性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

第四，土地退出方面。 持“彻底让渡权利说”的
学者认为，土地退出主要指农民土地产权的彻底、永
久性退出􀃊􀁉􀁕；持“折中说”的学者认为，土地退出改

革包括永久退出和长期退出两种方式，其中，永久退

出是彻底退出，长期退出只是二轮承包剩余年限内

的退出。􀃊􀁉􀁖

第五，土地继承方面。 学术界对于土地承包经

营权是否可以继承的观点不一。 持“肯定说”的学

者认为，应当放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定继承和遗

嘱继承，构建起进城农民、城市市民等主体与农村土

地之间的内在联系；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按照

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经营权是可以继

承的，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则应受到限制。 截

至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否继承，至今没有明确的

解决方案和实施机制，如何界定继承可行性、操作标

准、配套政策仍需继续深入探讨。
３．内容困境的成因

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共同共有的权利行

使机制缺失。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个包含权利内容

极为广泛的“权利束”。 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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